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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期國民政府軍火採購之 

研究(1937-1939)：以楊杰在俄法之工作為主線 

李君山 

 本文主旨在探討七七事變(1937年7月)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9年9月)之兩年間，國民政府的軍火採購工作，及其相關的決

策過程。由於軍購問題，牽涉外交、財政、軍事諸多面向，往往

引發內部複雜的派系矛盾。故本文重點將圍繞時任駐蘇聯大使的

楊杰，於1938至1939年間所經手的3大案：中法軍事協定草案、阿

魯福(Daniel Wolf，舊譯「沃爾夫」)案和第3次蘇聯對華貸款案，

範圍橫跨中國對法、對蘇外交，以明該時期「外交vs.內政」、「駐

使vs.特使」乃至「親蘇派vs.留(親)歐美派」之各爭端。 

關鍵詞：中蘇關係、中法關係、軍火採購、楊杰、阿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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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 論文主旨暨研究回顧 

  武器係自古以來戰爭之要素，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即受孔子肯定

為鞏固統治的 3 項大政。近代歐西以「熱兵器」取代「冷兵器」，「軍火」

遂成為現代國防和治安所必備，內容除武器外，並可涵括彈藥、裝備及軍

需品等。1中國以科技落後、內外不安，自明代以來，就存在外洋軍火輸入

之現象。1860 年代「自強運動」展開，官方性、計劃性的軍火採購乃成常

態。1937 年中日戰爭伊始，大量的戰場消耗，更令對外軍購或相關貸款的

爭取工作，變成「足兵」的先決條件；甚而影響到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

整體的外交行為，亦漸由戰前的國際參與、爭取主權地位等面向，轉移為

以軍購、貸款為重心的戰時外交。這種任務上的變遷趨勢，猶可延續至國

共內戰及遷臺以後。 

  因此本文的構想，係欲探求 1937 年 7 月中日開戰，到 1939 年 9 月第

二次世界大戰於歐陸爆發，其間有關中國輸入列強軍火物資，與內部派系

人事糾葛之各主題。此一階段，由於美系軍火受到孤立主義和《中立法案》

(the Neutrality Act of 1935)的限制，獲取相對困難；中國軍隊皆以歐系軍火為

主，箇中援我最力，乃屬蘇聯。1937 年底南京失守前後，蘇聯軍火、顧問

陸續東來；而活躍其間者，厥為駐蘇實業考察團團長楊杰(1889-1949)。 

  1938 年 10 月，楊又以中國駐蘇大使身份，前往法國，推動《中法軍事

協定草案》，卻和駐法大使顧維鈞(1888-1985)等人齟齬。最後 1939 年間，楊

一面力推阿魯福(Daniel Wolf，舊譯「沃爾夫」)借款案，與重慶當軸發生不快；

一面為蘇聯第 3 次對華貸款等問題，與特使孫科(1891-1973)互爭主導權。兼

以他的親蘇想法，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1887-1975)自 1927 年「清黨」

                                                      
  

1
  陳存恭，《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臺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

硏究所，1983)，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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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防蘇、反共的一貫立場相鑿枘，楊杰終於 1940 年初奉調返國，從此

投閑置散。 

  有關抗戰前後中國軍火採購問題，前輩學者的研究，多集中於國際間

的關係，與援助數量的考察。至於辦理過程，及其間之人事作用，往往囿

於材料，而難予處理。包括楊格(Arthur N. Young)和王正華所著，都屬最早

的開山作品。2楊格曾長期擔任中國政府顧問，該書多其親身經歷，所引材

料係以美方報告為主。王書則引據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庋藏檔案，分列德、

蘇、法、英、美 5 國為專章，亦以軍援為中心。 

  職是之故，國府軍購的歷史，往往就從屬於外交的歷史之下。例如本

文所將處理的對蘇軍購部分，即大致呈現為中蘇外交與軍事合作的範疇。

這一主題，大陸學界的研究較多。王真、李嘉谷、羅志剛各書，均有專章

論及，對於蘇聯軍火供應詳情，頗有補充。3然而亦如前述，關於國府內部

的決策過程，乃至各軍購案的內情，著墨較少。尤其彼岸認知，與此間不

同，論斷中蘇矛盾時，似乎更常強調莫斯科立場，認為中國決策階層一廂

情願、期望過高。4這或許是基於歷史上，中、蘇兩共黨的政治淵源使然。 

  另外，戰時對法工作和軍火採購，此間成果亦復不少。吳圳義、陳三

井、許文堂諸氏，皆曾利用《顧維鈞回憶錄》(以下簡稱「顧錄」)和「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檔館」)所公佈之材料，5以至總統府機要檔

案(大溪檔案，即今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就中法軍購、楊杰工作和阿

                                                      
  

2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

1987)。 

  
3
  王真，《動盪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3)；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6)；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硏究(1931-1945)》(武漢：武漢大學出版

社，1999)。 

  
4
  例如羅志剛就強調1933年以後，蘇聯當局已採避免日蘇戰爭的中立政策；此策雖屬

退卻防守，卻與英、美、法的綏靖政策不同，而是對日經常譴責、準備反擊的強硬

立場。而國府所求，並非物資援助，乃在蘇聯對日出兵，這說明中方對蘇方避免兩

線作戰的方針，缺乏認識，過高估計了日蘇矛盾。見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硏究

(1931-1945)》，頁182-191。 

  
5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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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福案等，進行了研究，並提示其間的人事問題。6與本文所論要旨，最為

接近，作者亦多加參考。惟上揭各文，著重仍在中法邦交，和本文「以人

追案」的構想，應有區隔。 

(二) 研究方法與楊杰評價 

  所以本文努力的方向，係希望建構一個更「獨立」於外交史或國際關

係史的軍火採購之歷史。如果說，過去的觀點是「軍事援助」，即重視軍火

輸入背後的國際因素的話，則「軍火採購」的歷史，將訴說的是軍火輸入

背後的國內因素，可能涵括的，主要是軍購行為的特徵、軍購決策的取向、

各案辦理的過程，以及其間的派系結構問題。換言之，就是在爭取列強同

意援助的同時，國府內部所形成的利益支配或分配之各主題。 

  當然，要建構一項歷史主題，研究方法上，首先就要盡量擴大取材的

來源範圍。由以上研究史的脈絡觀察，利用檔案及史料，固已為學者寫作

的基本功夫，更屬觀點修正上，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過去相關研究，引

用最廣者，厥為前國民黨黨史會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

戰時期》第 3 編《戰時外交》(以下簡稱《戰時外交》)。7其中第 2 冊，收輯

抗戰前期國府對英、蘇、德、法各國交涉之件，因多數為「大溪檔案」，雖

出版垂 30 年，至今仍屬必須參考之用書。 

  晚近披露之最有價值者，多為南京二檔館庋藏各件。8箇中除了楊杰、

                                                      
  

6
  吳圳義，〈從假道越南運輸問題看抗日時期的中法關係〉，《近代中國》，第40期(臺

北：1984.04)，頁113-119；陳三井，〈抗戰時期的中法關係〉，《近代中國》，第

152期(2002.12)，頁166-184；許文堂，〈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

與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臺北：2004.06)，頁63-101。 

  
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第3編《戰時外交》第2冊。 

  
8
  二檔館已公佈之相關史料，包括〈抗戰初期楊杰等和蘇聯磋商援華事項秘密函電

選〉，《民國檔案》，1985年第1期(北京，1985.08)，頁46-58，以下簡稱〈楊杰秘

密函電〉；〈蘇聯空軍志願隊援華抗日史料一則〉，《民國檔案》，1985年第1期(南

京，1985.08)，頁65-66；〈中國軍事代表團與蘇聯商談援華抗日械彈記錄稿〉，《民

國檔案》，1987年第3期(南京，1987.08)，頁32-43；〈蔣廷黻關於蘇聯概況、外交

政策及中蘇關係問題致外交部報告〉，《民國檔案》，1989年第1期(南京，1989.02)，

頁25-31、50；〈駐蘇大使蔣廷黻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談紀錄〉(1936年11月-1937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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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長孔祥熙 (1880-1967)外，尚有赴法、蘇協辦的李煜瀛 (石曾，

1881-1973)、孫科等人重要電文公佈。另外，臺北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

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民政府檔案」(以下簡稱「府檔」)和陸續出版

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困勉記》等，9

都有助於吾人理解當年蔣中正的決策過程，及其與楊杰等人的關係發展，

藉此釐清軍購或貸款各案情上之失落環節。 

  其次，本文將試圖跨越國別藩籬，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法，

選擇國府 3 項軍購或貸款案，以探討其間的軍購行為，與內部派系人事問

題。按：過去相關成果，多數屬於抗戰時期外交史的領域，因此各案往往

被切割為對蘇、對法交涉部分，而容易忽略兩方面間的「連環性」關係(例

如俄援受到阻難，轉而求諸法援或軍火商)，以及各關係人間的角色互動(例如楊

杰和顧維鈞的矛盾關係，與蔣中正對兩管道之取捨)。跨越國別，既使研究得以

整合，也可以讓吾人更清楚當年中國繞著全球蒐購軍火的困難和考量。 

  最後，本文主線係在楊杰對蘇、對法之軍購、貸款工作，研究方法上

是希望「以人追案」，由楊同各方(主要是蔣中正)連絡之電文，分析各案決策

的權力過程，乃至國府軍購行為的諸項特徵。故論述主旨，並不為彰顯楊

杰在這段期間的外交貢獻，而毋寧是將楊視為國府軍購、外交圈子的一名

「局外人」(outsider)，為了爭取工作表現，在俄、法等國奔走交涉，最終失

去層峰信任，被黜返國的歷史書寫。 

  有關楊杰，盡管兩岸在抗戰前期中國外交史的著作中，經常提及，但

於其角色和活動情形，卻語多不詳。楊杰字耿光，白族，雲南人。北伐統

一後，歷任國府軍委會、陸軍大學及參謀本部等處要職，得到蔣中正的重

用。抗戰軍興，一度活躍於俄、法各國外交、軍火界。1940 年返國後，陸

                                                                                                                         
月)，《民國檔案》，1989年第4期(南京，1989.11)，頁20-30、19；〈抗戰初期楊杰

等赴法尋求軍援與孔祥熙等來往文電選(上)〉，《民國檔案》，1998年第4期(南京，

1998.11)，頁15-23，以下簡稱〈楊杰文電選(上)〉；〈抗戰初期楊杰等赴法尋求軍

援與孔祥熙等來往文電選(中)〉，《民國檔案》，1999年第1期(南京，1999.02)，頁

12-20，以下簡稱〈楊杰文電選(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輯，〈抗戰初期楊杰等

赴法尋求軍援與孔祥熙等來往文電選(下)〉，《民國檔案》，1999年第2期(南京，

1999.05)，頁17-25，以下簡稱〈楊杰文電選(下)〉，等等。 

  
9
  王宇高、王宇正編，《困勉記》(臺北：國史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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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寫成《國防新論》等書，以軍事理論家身份，見稱於世。1949 年因謀投

共，在香港遇刺身亡。遲至 1982 年 6 月，始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追認為「革

命烈士」。10
 

  如此游移國、共之間，又在政權更迭階段隕歿，似乎造成楊杰的歷史

活動在兩岸都容易受到忽略。11高龍江(John W. Garver)曾透過與楊共事的蔣

廷黻(1895-1965)、顧維鈞等人回憶，將楊描寫成一貪污的代表，認為這「對

加強蘇聯理解中國的困難，毫無幫助。」12本文則將論證：事實剛好相反，

蘇聯方面曾經肯定楊杰的表現；反而是這樣的力挺，引起了蔣中正的疑慮。

楊的同事們指控他，主要也不在貪污；13而是楊的體制外活動，越職濫權、

行徑詭秘。不過這種詭秘，又或許是因為楊身為國府軍購、外交圈子的「局

外人」，必須與「局內人」(insider)競爭的結果。 

  因此，本文將以楊杰工作為主線，探討其所經手之《中法軍事協定草

案》、阿魯福借款和第 3 次蘇聯對華貸款等 3 大案，範圍橫跨中國戰時對法、

對蘇外交，希望了解國府外交工作的生態，與軍火採購問題的複雜性格。

章節安排上，將分成 5 節，除了第一節「前言」外，第二節「軍火採購與

楊杰工作」，將先介紹國府軍購的一般狀況，也就是所謂「局內人」或「結

構」的所在；並及於楊杰涉入對蘇關係和軍火採購的歷程；以至抗戰爆發

後，在俄工作、奉使赴法的表現等。第三節「中越協防與阿魯福案」則說

明 1938 至 1939 年間，楊在巴黎推動的中法合作和阿魯福兩大案之經緯；

同時敘述國府外交、財政系統對其工作的質疑，與所引起的人事風波。第

四節「人事矛盾與返國撤職」將著重楊經手的第 3 案，即 1939 年第 3 次蘇

                                                      
 

10
  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二百上將傳》(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4)，頁448-450。 

 
11

  南京二檔館藏有《楊杰個人檔案》，全宗號3018，共112卷，中有《楊杰日記》等，

惟未見公開。 

 
12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43. 

 
13

  當然，貪污的指控也確實存在。該時擔任駐巴黎總領事的黃正，一度與楊杰合作密

切。來臺後的證詞，曾指楊在巴黎生活糜爛、虧空公款，結識一法籍白俄歡場女子，

收為情婦，後更攜之返華。此或亦為楊留連花都、不歸俄京的原因之一。見黃天邁，

〈抗戰初期孫科洽商法援經過〉，《傳記文學》，第52期第5卷(臺北：1988.05)，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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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對華貸款，及其與孫科之間所衍生的「駐使 vs.特使」爭端。由於楊杰的

個人作風、軍購背後的派系作用，加上國際局勢的急遽轉變，各案都歷經

周折，楊和相關諸人也相繼出現矛盾紛爭，終於走到返國撤職的命運。第

五節「結論」將就前述，總結蔣中正在外交、軍購行為上的若干特徵，和

楊杰在其中的代表性或可能影響等。 

二、 軍火採購與楊杰工作 

(一) 國府軍購之一般狀況 

  軍火採購基於它的稀有性、昂貴性和保密性，在任何國家都呈現壟斷

或寡頭的常態，14
1930 年代以後的國府也無法免俗。一般的結構，概以主

席(間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為中心，而集中於彼妻舅甥姻，亦即世稱之

孔(孔祥熙、孔令侃 1916-1992)、宋(宋美齡 1897-2003、宋子文 1894-1971、宋子良

1899-1983)家族之手。15由此再延伸出如駐美的陳光甫(1881-1976)「世界貿易

公司」、 16駐英的郭秉文 (1880-1969)「中英貿易協會」、駐德的譚伯羽

(1900-1982)「商務專員處」等代表或機構，常以民間公司的名義，在外活

動、採辦軍火。彼等共通特點，殆皆與南京財政部有關，色彩上屬於孔祥

                                                      
 

14
  即以較屬「開放」的美國， 1960、 70年代學界亦有「軍產聯合組織」

(Military-industry-complex)之批評，指涉生產軍火的拖拉斯，和官僚、軍方決策體系

掛勾，所形成的聯合壟斷機制。見李鴻禧，〈軍隊之「動態憲法」底法理剖析—現

代「國家白血球症」之生理與病理〉，收入中國論壇社編輯委員會編，《挑戰的時

代—對當前問題的一些看法》(臺北：中國論壇社編輯委員會，1980)，頁166。 

 
15

  關於孔、宋家族與軍購關係之緣起，可參見譚光，〈孔祥熙與國民黨軍火貿易〉，

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精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第

15冊，頁471-476。 

 
16

  「世界貿易公司」係於1938年10月在紐約成立，最初目的乃為履行中美「桐油借款」。

國府先於國內設立「復興商業公司」，出面收購桐油，售予在美之世界貿易公司；

再由後者與美國進出口銀行訂立貸款合同，使桐油借款在形式上，完全成為商業契

約，以規避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壓力。公司成立，即由陳光甫擔任董事長，負責運用

借款，在美購料內運。事見姚崧齡，《陳光甫的一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

頁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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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系統，而非外交官出身。箇中如譚伯羽，且為國府故主席譚延闓(1880-1930)

之長子，身份亦屬不凡。遂與該駐在國的中國使館，形成「特使」和「駐

使」的二元體制。17
 

  按：孔祥熙主導國府軍購業務，約始自 1933 年接替宋子文，擔任中央

銀行總裁、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之後。其先是在央行內設立秘書處，

專辦洽購軍火事宜；之後成立資源委員會(主委翁文灝，1889-1971)、中央信

託局(孔令侃主持)，出面執行軍火易貨工作。技術方面則交由兵工署(署長俞

大維，1897-1993)或如駐德商務專員處等單位負責。故包括軍政部(部長何應

欽，1890-1987)、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1898-1986)，以及較周邊的經濟部、

交通部、貿易委員會等，都屬涉及的部會。惟各項合同需經孔批准後，始

交回各署、處辦理。18
 

  如此牽涉廣泛的軍購體系，到了抗戰期間，軍需孔急，不免愈發龐雜。

時任雷允飛機製造廠監理的錢昌祚(1901-1988)回憶道： 

孔院長官邸秘書處，在重慶「舫廬」辦公。聞原擬仿軍委會委員長

侍從室例分組，後來大約許多組未成立。航空組則由王秘書伯龍及

航委會王參事伯修主持；並調航委會雲鐸、孫方鐸二君協助。我(錢)

奉二位王兄電邀，常去參加，諒得孔院長及周(至柔)主任的同意，但

未奉到派令。當時交涉對象，主要是「聯洲航空公司」的鄱雷先生。

他同他的兄弟愛德鄱雷、法律顧問史來德律師，及技術顧問海軍退

役的雷登中校，活動力很強。我與二位王兄通力合作的應付，他們

稱我們為「三劍客」。19
 

  揭文中，可見孔的秘書處「舫廬」編制之龐大，僅負責航空(殆指採購、

技術等事務)即有「航空組」的存在，且與航委會密切合作。錢自承「未奉

                                                      
 

17
  國府行政，往往政出多門，部會之間，各有派系、「山頭」，橫向合作不易，國內、

國外業務皆然。所以駐外大使，經常僅能代表外交部；其他財政、軍事涉外工作，

各部會多派有特派員，自行負責。故此處所言之「特使」，係取其廣義的形式；甚

至若干特派員(如陳光甫)，力可上達天聽，裁量權恐亦不在駐使(如胡適)之下。當然，

如孔祥熙1937年3月以慶祝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名義出訪，乃至宋子文自1940年6

月以後，長駐美國，1941年12月並一度兼任外交部長，駐使自皆受其節制了。 

 
18

  譚光，〈孔祥熙與國民黨軍火貿易〉，頁471-476。 

 
19

  錢昌祚，《浮生百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頁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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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令」，透露了這種合作，並非「公部門」規章上的配合，極可能是各方

看在孔的「面子」上，屬於官邸內部「私部門」的奔走。而交涉對手的鄱

雷兄弟、史來德、雷登等「活動力很強」，概知乃為掮客之流。這樣由掮客、

航委會、財政部到行政院，在一處官邸的非正式「私部門」場合，聯合「辦

公」，自然容易發展成為一個「結構」，而有其「局內人」的存在。 

  由此結構出發，討論楊杰介入軍購的案例，或可了解其作為一名「局

外人」的意義。首先，楊的出身，與前述陳、郭、譚有別，並不具財政部

或孔祥熙系統色彩，也無政要子弟光環；而屬北伐統一以後，軍人跨足外

交界的一種經驗。20
 

  其次，楊和主管兵工業務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曾交惡。1933 年 3 月，

中日長城戰役，兩人便在蔣中正親臨的北平中南海軍事會議上，公開衝突。21

事後，蔣電何謂：「耿光(情形)態度慌張(誇謬侮妄，令兄)實令擔憂。(最好)不

如請其指揮多倫方面各部，使其專責也。何如？請詳酌。」22件中實可嗅出

蔣迴護楊的心理，故欲將楊遠遣察哈爾，獨當一面。「誇謬侮妄」四字，則

下筆又改，反映的，應即何等對楊的批評。 

  最後，楊個性倔強、獨斷專行；且率直好言，同僚相處，不易融洽，

曾被何應欽謔稱為「楊大砲」。這當然是楊個人召敗之道，但也因為這種性

格，使之留下了大量「和盤托出」的電文，令後人能一窺當初軍購圈內的

矛盾，這是楊杰案例研究的另一價值所在。 

                                                      
 

20
  軍人跨足外交界，似乎是國府定都南京以後，才開創出來的新模式。最早的例子，

或數蔣作賓。蔣與楊杰同為日本士官學校出身、同盟會員。北伐後，蔣歷任駐德、

奧、日公使及大使。見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二百上將傳》，頁382-383。 

 
21

  楊杰、何應欽的衝突，據云是1933年3月24日，蔣中正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軍事

會議。楊報告前方敵人不斷增加、戰事如何激烈，要求增援。結果何當場電詢前線，

證實前方戰事已歇，令楊下不了台，滿面通紅，一言不發。事見黃紹竑，〈長城抗

戰概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14輯，頁11。 

 
22

  〈蔣中正自保定致何應欽三月有巳電〉(1933年3月25日)，《蔣檔．籌筆》，「統一

時期」80，臺北國史館庋藏，典藏號002-010200-00080-055。()括號中為原件塗改之

處。 



．88． 李君山 

(二) 楊杰奉派出使 

  楊杰涉入外交事務，係在 1933 年遭受何應欽裁抑後，11 月的歐美之

行。翌年 3 月，楊抵莫斯科，受到蘇聯當局熱情款待。俄人鼓吹第二次日

俄戰爭，紅軍有勝利把握，中蘇兩國應當合作云云。23楊的對日抗戰立場，

在國內受挫之際，似乎發現自己可以在「聯蘇制日」主張上，覓得舞臺，

即向蔣建議「多聯與國」，共圖日酋。24消息報回國內，顯然獲得蔣的注意，

9 月楊杰返抵國門，旋受擢為參謀次長兼南京城防司令，負責國防工事。 

  然而「楊大砲」的性格，很快又使其捲入城防經費貪污弊案之中。1934

年 11 月，參謀本部「城塞組」發生董望翹採辦砂石舞弊案。軍委會特務組

長戴笠(1897-1946)向蔣密報：董犯原本非處死刑，不足以儆貪污。但軍政部

軍法司審理案情，以受賄部份遭檢舉者，只有 2,500 圓，依陸軍刑法只能

判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故法官頗覺辦理困難。又董犯係楊杰妻舅，楊已致

書軍政部，過問案情云。戴且將楊函附呈，以印證楊「咄咄逼人」之狀，

函謂： 

城塞組現押之郭(達民)、董(望翹)案，聞貴(軍政)部組織會審。其焦點

在有無舞弊情事。請告會審人員，注重證據，不可以無證而定罪，

亦不願有證而不辦罪。不過要找著此案之關鍵，亦不得節外生枝、

故入人罪。請兄以至公之態度，對會審者一說為荷。此案調查數月，

聞並未得有舞弊證據，並聞。25
 

  董望翹案是否為打擊楊杰，雖未可知；但由楊函語氣，吾人已可認識

                                                      
 

23
  〈外交部總務司自南京致蔣中正三月佳電〉(1934年3月9日)，《蔣檔．特交文電．

俄帝陰謀之部》7，「俄帝侵華罪行」4(以下簡稱《蔣檔．俄帝侵華罪行》)，典藏

號002-090400-00007-011。 

 
24

  〈外交部總務司自南京致蔣中正三月灰電〉(1934年3月10日)，《蔣檔．俄帝侵華罪

行》，典藏號002-090400-00007-012。 

 
25

  〈抄戴笠呈委員長報告乙件〉(1934年11月19日)、〈參部楊次長致軍政部曹次長浩

森手書〉，《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 40，「中央軍法」 1，

002-080102-00040-004。一種說法，指楊杰因力主購機、擴建空軍，不料款項多為權

貴中飽，楊遂憤而直接面蔣，加以揭露。結果案情多涉及蔣的親信，告狀未成，反

被誣陷。見汪新、劉紅，《南京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頁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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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不諱私人、直率好言的作風，這或許也預告了彼日後奉使所將造成的風

波了。 

  1937 年七七事變後，蔣中正或感僅賴正規外交，難以著力，遂命楊杰

託名「工業部赴蘇實業考察團」團長，於 9 月 6 日飛往莫斯科。由於抗戰

初起，俄人急欲堅定中國決心，楊杰工作一度相當順利。延至 1939 年 6 月，

雙方已簽定 3 次貸款協定，援華金額達 2.5 億美元。蘇聯軍火採購，前後

共分 9 筆合同(採購清單)，箇中前 7 筆亦由楊經手(見表 1)。26
 

表1：抗戰期間蘇聯援華貸款軍購表 

貸款日期 簽字日期 
總數 

(美元) 
動用日期 金額(美元) 

1938/3/1 

1938/8/11 

5,000 萬 

第 1 批合同

1938/3/5-1938/6/10 

30,321,164.00 

第 2 批合同

1938/3/15-1938/6/20 

8,379,293.00 

第 3 批合同

1938/3/25-1938/6/27 

9,856,979.00 

1938/7/1 5,000 萬 

第 4 批合同

1938/7/5-1938/9/28 

29,601,215.00 

第 5 批合同

1939/6/25-1939/9/1 

21,841,349.00 

1939/6/13 1939/6/13 15,000萬 

第 6 批合同

1939/6/25-1939/9/1 

18,622,024.00 

第 7 批合同

1939/10/1-1939/12/1 

3,909,725.00 

第 8 批合同 1941/6/1 49,520,828.85 

第 9 批合同(日期不詳) 1,123,232.51 

總計  25,000萬  173,175,810.36 

  中蘇合作密切，固係基於兩國政策考量；惟楊杰與蘇聯軍方的親善關

                                                      
 

26
  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中蘇關係》，頁77-81。表1係據該書頁85-98

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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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實亦有以助成。即連蘇聯駐華大使盧幹滋(И. T. Лугaнц-Opeлъский，或譯奧

萊斯基)和蔣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1893-1982)會談時，都曾特別表揚楊的努力： 

借款購械，可增實力，此最緊要。楊杰大使雖非外交人才，但彼能

著眼於此，努力進行，即其成功。其他各國大使，祇知研究國際間

之形勢，欲求同情之援助，毫無實益，不能增加實力。此事非由領袖

加以強制，使其在借款、購械上努力，並可列為考成，或能有效。27
 

  不過另一方面，楊杰的親蘇色彩，加上行事特異，使得考察團甫抵莫

斯科，就和當時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意見相左。蔣使對蘇聯援助的動機，

始終懷疑；而楊杰初於第二次日俄戰爭，態度樂觀。28兩人的矛盾，既屬「駐

使 vs.特使」的地位之爭，或許更是「留(親)歐美派 vs.親蘇派」的立場之爭。 

  地位之爭上，由於楊杰包攬軍援事務，當地中國使館顯然深受「架空」

之困擾，以致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 1876-1951)要求蔣使傳

話南京時，蔣曾明言「關於軍援的問題，過去既然以另一條路線彼此聯繫，

頂好一仍舊貫，無需透過我。」李則向蔣使抱怨「過去的路線不可靠。」29

巧合的是，楊杰也藉俄人之口，向蔣中正指責外交系統洩密，形成中蘇邦

交上的障礙： 

蘇方極贊成大使(蔣廷黻)之更換；惟以職幹才，恐負使命。然幸得進

言，可以改善中蘇間隔膜之機。職去歲到莫(斯科)，伏(羅希洛夫)帥設

館招待，囑勿與使館來往，其不信任我使館，致形諸言語。故使館

一切工作，無法進行，且足妨礙邦交。30
 

  電文中，楊明揭其消息來自蘇聯軍方，而又與李維諾夫外交部門所告

蔣使者，南轅北轍。是莫斯科內部自有其文(外交)武(軍方)之爭，抑或蘇方

蓄意利用中方「駐使 vs.特使」之爭，以達刺探操弄的目的，實堪玩味。 

                                                      
 

27
  〈錢大鈞自漢口致蔣中正簽呈〉(1938年8月25日)，《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

外交》63，「對蘇俄外交」2，典藏號002-080106-00063-006。該呈另收入《戰時外

交》第2冊，頁505。 

 
28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200。 

 
29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200-201。 

 
30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五月真電〉(1938年5月11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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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蔣、楊的立場之爭，蔣廷黻堅持蘇軍不會參戰的見解，自然是站

在歷史事實的一邊。但「聯蘇制日」原本就是「親蘇派」的基本主張，甚

乃可謂彼輩能受層峰器重的「價值」所在，欲期彼輩承認蔣使觀點，無異

於自我否定。所以當年為蘇聯出兵而辯護捍衛的，不止楊杰一人；時任立

法院長的孫科，也在國內強烈批評蔣廷黻。31重點應該在於「聯蘇制日」、「日

蘇先戰」同時也屬蔣中正之熱望，32於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親蘇派

的意見，在訊息橫流、真假莫辨的危機環境中，似乎更容易「迎合」或「滿

足」最高統帥的需要，才造成蔣使「忠言逆耳」、終遭調回的命運。1938

年 5 月，楊杰遂獲接任駐蘇大使。 

(三) 楊杰赴法任務 

  蔣廷黻去後，楊杰由於專斷，且好用私人，在國內已頻遭指摘。首先，

駐蘇使館人事即行大搬風，楊著力提拔陸軍大學或參謀本部之舊屬，要求

軍委會：「准將蘇聯厭棄之朱世明，人地不宜之袁道豐、冒景璠，在弟未就

職前調回。請以參部科長王丕承，調任駐蘇武官；參部參謀胡世杰為副武

官」等。33其結果，自然引起側目。戴笠即曾向蔣中正批評楊所倚重的王丕

承(1905-2003)：「駐俄武官王丕承，不識俄文，自到任後，迄無隻字報告，

似應予以撤換」；而欲另薦航委會高級參謀毛邦初(1904-1987)代之。34
 

                                                      
 

31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201。所謂親蘇派的「價值」，通俗

的說法，就是他們的「神主牌」。一旦去掉了「神主牌」，親蘇派即不成其親蘇派

了。 

 
32

  蔣中正個人對於聯蘇制日、日蘇先戰的熱切期盼，如今已可由其日記或《困勉記》

加以證實。直到1938年，蔣猶復催促史達林出兵，即足說明此熱望之程度。參見黃

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2012)，頁253-262。 

 
33

  〈楊杰自莫斯科致賀耀組五月敬電〉(1938年5月24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158。 

 
34

  〈戴笠呈蔣中正書渝1078號報告〉(1939年10月17日)，《蔣檔．特交檔案．一般資

料》517，「呈表彙集」90，典藏號002-080200-00517-115。此似為毛邦初接觸軍購

之始。政府遷臺，乃有1950年5月以後的毛邦初軍購案。至於王丕承，日後仍長期駐

外，曾參與密蘇里艦和南京之對日受降典禮，一度擔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軍事組

長。來臺後，曾任國防部物資司司長。其小傳見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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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楊杰與蘇聯軍方的密切關係，也引起猜疑。楊甫至莫斯科，即

經後者安排，在郊外另租別墅。35楊曾向蔣解釋，因「蘇聯情形與各國迥然

不同，為避免外國偵探及便利辦事起見，弟與國防部之往來，仍在郊外密

所，始能達到不失時機之補充接洽」，「因情形特殊，非箇中人不能道其底

蘊也。」其費用包括房租、傭役，及押運軍火員之津貼、旅費與招待費，

每月高達法幣 15,000 元，要求蔣特別批准。36以至當孫科二度訪蘇，1939

年 6 月，楊杰陪同拜會蘇聯軍事委員長伏羅希洛夫 (К. E. Bopoщилoв, 

1881-1969)時，竟說出「我奉承伏帥，與服從蔣帥同」之語。孫、楊關係時

已生變，孫科乃向蔣處「參」了一本，指「伏(帥)聞之，訝然不安。耿(光)

為此詞令，殊屬失態」云。37
 

  盡管楊杰作風惹人爭議，但因軍購成績頗佳，令經蘇赴法的孫科、李

煜瀛諸人印象深刻。隨著德國駐華軍事顧問撤退，1938 年 5 月，孫科倡議

由楊杰赴法，商洽法國顧問以代之。38關於此趟任務的可能背景： 

  第一，對法交涉，雖經孔祥熙、顧維鈞諸人努力有年，惟限於法國當

局政策，如彼外交部秘書長萊熱(Alexis Léger, 1887-1975)傾向和德、義合作，

而非結盟英、蘇等等，以致中法合作，時進時退。39顧使即曾告孫科：「法

殖(民)部、外交部對我運貨通過越南問題，時允時拒絕，反覆無定。因此我

                                                                                                                         
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145。 

 
35

  蔣廷黻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200。 

 
36

  〈楊杰自莫斯科致賀耀組五月敬電〉(1938年5月24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158。 

 
37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六月艷電〉(1939年6月29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245。按：有關抗戰時期，孫科訪蘇的次數問題，1937年12

月底，其首途赴莫斯科，1938年3月獲得第1次蘇款。旋轉抵巴黎，又奉蔣中正命令，

再赴莫斯科，於8月間爭取到第2次蘇款(俱見表1)，該年9月始返武漢。則當1939年3

月，孫科再任使命，簽定第3次蘇款與《中蘇商約》時，應屬第3度赴莫斯科；同年7

月離俄赴法，8月又折回莫斯科，已為第4度前往。但因一般研究，皆將1939年3月之

行，稱為「二度」訪蘇，故本文一仍舊貫，另將同年8月去而復返，稱為「三度」訪

蘇。 

 
38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五月艷電〉(1938年5月29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

495-496。 

 
39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3冊，頁338。另參見許文堂，

〈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與交涉〉，頁74。Alexis Léger即Saint-John 

Perse，為196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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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方信任甚差。此次接洽事應慎重，取得確實保證，方能進行」云。40
 

  第二，孫科等人的活動，無非欲在外交、財政系統的「第一管道」之

外，另樹其「第二管道」，而專以法國殖民部、國防部為對口。且其幕後，

穿針引線者，尚有宋子文。1938 年 8 月，宋告李煜瀛：經轉陳蔣中正，已

同意楊杰來法： 

法遣軍官充顧問事，經轉陳介公(蔣)。頃接有(25日)覆電開：可照兄(李)

〈哿(20日)電〉新定辦法進行。已電耿光(楊杰)俟(俄械)起運事完全辦妥

後，赴法晤兄接洽。囑用彼(蔣)名義，覆兄接受；並向殖(民部)長等

表示竭誠感謝等語。即請用介公名義，答覆彼方。41
 

  兩管道之間，競爭關係難免。所以當時傳聞，在法各案實係宋子文與

孔祥熙長期矛盾的另一章。1939 年 5 月間，奉派前往調查的前實業部次長

程天固(1889-1974)曾謂：「在政府方面，彼此都握著財權之兩個要人，已大

大的發生意見和猜忌，互不相下了。」42
 

  第三，蔣中正的態度，一般依據顧維鈞的回憶，指蔣對楊杰表現，頗

致不滿。然實際上，「第一管道」日久無功，蔣固對法方反覆，深感無奈；

對管道中人「執行不力」，大概也有意見。故宋子文等「第二管道」活動，

蔣係採聽任、允可的立場。1938 年 10 月，楊始抵巴黎，蔣授予全權，「可

以中(正)之代表名義，與法交涉」；只提醒「法方外交行動隨時變動，非有

確實保證，不能置信也」等語。43
 

  如前所揭，蔣對各國軍購，原有其「連環性」之反應。亦即當蘇聯軍

援尚可供應一時之需，面對法方政策搖擺，即未肯積極進行。44相反的，當

俄援有所阻難，蔣往往又急切於他方的突破性進展，以求制衡或彌補。這

                                                      
 

40
  〈孫科自重慶致楊杰十一月篠電〉(1938年11月17日)，〈楊杰文電選(上)〉，頁20-21。。 

 
41

  〈宋子文自香港致李煜瀛八月宥電〉(1938年8月26日)，〈楊杰文電選(上)〉，頁17。 

 
42

  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3)下，頁375。另關於孔、宋心

結，參見吳景平，〈孔祥熙與宋子文〉，《檔案與史學》，1994年第2期(上海：1994.02)，

頁36-41。 

 
43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十一月冬申電〉(1938年11月2日)，《蔣檔．特交文卷．親批

文件》 45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至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典藏號

002-070100-00045-073。 

 
44

  許文堂，〈第二次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衝突與交涉〉，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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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楊杰推動阿魯福案的一大原由。 

(四) 駐使特使之爭 

  楊杰抵法之前，孫科已先經駐巴黎總領事黃正(天邁)介紹，避開大使顧

維鈞與法國外交部，直通法國殖民部、國防部，商議軍火採購等合作可能，

預備成立公司、指定兵工廠，專司此事，故需待楊來法主持。45但楊到後，

很快又形成包辦的局面。楊曾告孫科：「此間情形複雜，法外(交)部本不贊

成我通過越南。但據殖(民)部長稱：彼曾商妥總理，准我通運，後因敵(日本)

向法外、陸、海三部，同時提出抗議」，以致功虧一簣。楊更宣稱法人傳言：

「敵抗議時，曾指明係根據『某華人』洩漏之機密，事遂成泡影」，暗示中

國外交系統也有洩密之嫌。46孫科在重慶，則向蔣指明「某華人」即駐法武

官唐豸(1886-1956)： 

再查(楊杰)所謂「某華人」者，疑即指使館唐(豸)武官。弟(孫)前在法

時，(法國)軍部來人，曾屢言唐不可靠，使館有所接洽，唐多向外活

動洩漏。故關於機要，軍部不願與我使館交手。應請將唐召回，以

免妨礙事機，即乞鈞裁。47
 

  於是類如稍早在莫斯科，蔣廷黻、楊杰所歷經的「駐使 vs.特使」之爭，

遂在巴黎重演。力挺唐豸、且與孔祥熙管道暢通的顧維鈞，曾指楊喜包辦，

又只用唯命是從之人，唐因此才得罪於他。48然而顧未言及者，當年駐外武

                                                      
 

45
  〈孫科自重慶致蔣中正九月儉電〉(1938年9月28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147。按：黃正即黃天邁，燕京大學畢業，在巴黎總領事任

內，因協助孫科、楊杰軍購借款，受到牽連。1940年調回重慶，以經手款項流向不

清，一度遭囚。出獄後為戴笠吸收，改名天邁，擔任軍事統計局外文秘書，轉而活

躍於情治界。來臺後，歷任國營事業職務。參見黃天邁，〈抗戰初期孫科洽商法援

經過〉，頁58-60。 

 
46

  〈楊杰、王叔銘自巴黎致孫科十一月巧電〉(1938年11月18日)，〈楊杰文電選(上)〉，

頁21。 

 
47

  〈孫科自重慶致蔣中正十一月養電〉(1938年11月22日)，《蔣檔．特交文電．領袖

事功之部》14，「革命外交．對英法德義關係」4(以下簡稱《蔣檔．對英法德義關

係》)，典藏號002-090103-00014-195。 

 
48

  唐豸洩密案，見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頁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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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派遣、考核，係由參謀本部負責。49楊杰曾任參謀次長，與唐早有認識。 

  緣因 1935 年 6 月，蔣曾命楊杰徹查唐豸操守：「出席(日內瓦)軍縮會議，

該員每不終席而回(巴黎)。會後抄錄國聯報紙，報(參)部塞責」；又「雖月發

一千五百元之辦公費，而無一正式武官辦事處，各助理員須在該員公子寢

室內辦公」等。50楊則為唐緩頰： 

辦公、交際兩項費用，是否切實使用，因該員遠在異國，實難稽

考。……唐武官原祇留支三百二十元，近因家中有特別用度，請留

支千元，寄其家屬。部中現擬令各武官，對於辦公費，限於作辦公

之用。51
 

可見楊、唐之間，已先有成見或恩怨；而楊、顧之間，亦不能排除僅在利

用唐案，借題發揮而已。52
 

  楊杰與孫科合謀「第二管道」，乃欲在巴黎成立「中法貿易公司」，專

辦法械。此一「跨界」行動，自然引起「第一管道」中人的反彈。1939 年

3 月，軍委會「西南運輸總處」處長宋子良向蔣告發：有施勞德氏投訴，53

楊杰在巴黎揚言，其所組新公司，將取代柏林商務專員處等地位，集中採

                                                      
 

49
  1937年4月，蔣中正電參謀總長程潛曰：「對外國武官、使節之培植，實為參部最重

要之工作，尤以對英、美為最急。務請於此數月內，多方徵求考察，試驗其品學俱

優、識見遠大者，尤應識拔四五人，在部訓練備選為盼」，即為明證。見《事略稿

本》(臺北：國史館，2010)第40冊(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頁339，「1937年4月

17日」條。 

 
50

  《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8)第31冊(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至七月)上，頁448-449，

「1935年6月20日」條。 

 
51

  〈楊杰、熊斌自南京致蔣中正五月艷電〉(1935年6月26日)，《府檔．駐外武官》，

臺北國史館庋藏，典藏號001-070520-0001。 

 
52

  關於唐豸的表現，戴笠稍後向蔣也有批評：「駐法武官唐豸，法語程度雖佳，但毫

無活動能力；且頗吝惜金錢，殊無成績表現，似應予以撤換。查有現任新二十二師

副師長廖耀湘同志，湘籍，係六期同學，曾由法國陸軍學校及騎兵學校畢業，擅長

法國語文，並甚熟悉法國情況，堪以選用。」可供並觀。見〈戴笠呈蔣中正書渝1078

號報告〉(1939年10月17日)，《蔣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517，「呈表彙集」90，

典藏號002-080200-00517-115。 

 
53

  按：宋電並未對「施勞德」其人另加解釋。前揭錢昌祚的回憶中，曾提及孔祥熙官

邸「舫廬」來往人等中，有一美籍「史來德」律師，曾任上海美國法庭推事，後為

美方「聯洲航空公司」法律顧問。此處「施勞德」疑即「史來德」。若是，則此訴

狀，雖為宋電，實與孔等皆有關聯。史來德角色，見錢昌祚，《浮生百記》，頁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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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歐洲軍火。且已獲中國財政部 1,000 萬鎊的期票，由蘇聯政府擔保，購

買捷克軍火。54
 

  此電經蔣直接詢諸楊杰，楊辯稱「職在巴(黎)行動慎密，不與外界往來，

亦未見過軍火商，亦不認識任何廠家。」所有借款合同，軍械皆由賣方仲

介，經中國政府選定，可知彼個人無絲毫干預軍購之心。反是到法後，所

辦皆有成就，卻不能告知他人，故當孔祥熙在歐代表、財政次長郭秉文來

詢時，「只告以大概，未告以內容，故頗遭嫉」云云。55楊杰所報，未必皆

實，然軍購做為利益淵藪，管道之間的競爭激烈，確是弦外之音了。56
 

三、 中越協防與阿魯福案 

(一) 中越協防之催生 

  楊杰赴法，主要任務有三：顧問聘請、軍火採購、假道越南，這也是

抗戰以來，中法關係的重心所在。然而蔣中正之擘畫，不止於此；因此楊

抵巴黎以後，又有擴大的「中越協防」案，亦即由重慶政府與法國殖民當

局共推全面軍事合作的《中法軍事協定草案》。 

  中越協防案，應係提議自李煜瀛。先是 1938 年 8 月，李致電香港宋子

文，談及「面陳中法軍事合作各項草案」，已經蔣中正認可；除在越南裝配

                                                      
 

54
  〈宋子良自香港致蔣中正三月麻電．摘要〉(1939年3月6日)，《蔣檔．特交檔案．

一般資料》514，「呈表彙集」87，典藏號002-080200-00514-149。按：關於捷克軍

購一事，隨孫科訪蘇的前外交次長傅秉常，憶及1938年3月，特使團離俄赴捷，曾晉

謁該國總統貝納斯，獲得貸款和軍火。宋子良的訊息，或許與該案有關，則又可印

證「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之間的涇渭分明。見沈雲龍等訪問，《傅秉常先生

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93)，頁97。 

 
55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三月灰亥電．摘要〉(1939年3月10日)，《蔣檔．特交檔案．

一般資料》514，「呈表彙集」87，典藏號002-080200-00514-163。 

 
56

  1939年5月，負責對德軍購的柏林商務專員譚伯羽也曾至巴黎關切。事後告蔣：「法

方謠傳：我國政府在法有設公司購貨，及柏林商專處取銷或移巴黎之說」，「楊杰

大使在巴黎談及，據稱孫(科)院長曾設公司失敗，現已取銷，彼未過問此事云」。

見〈譚伯羽自柏林致蔣中正五月文電．摘要〉(1939年5月12日)，《蔣檔．特交檔案．

一般資料》514，「呈表彙集」88，典藏號002-080200-0051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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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軍械，並及顧問聘請等事宜，促宋「此為法現政府第一次施行中法

合作草案之一，盼早接受，以利進行。」另請催楊杰，盡速來法云。57
 

  由於該時，捷克蘇臺德區(Sudetenland)危機嚴重；而武漢會戰正亟，日

軍有南進廣州、截斷粵漢鐵路之勢，蔣中正遂生中、港(英)、越(法)軍事合

作之想。9 月乃手令宋子文：如果歐戰爆發，日軍即不攻香港，亦必佔領

海南島、包圍香港、轟炸滇越鐵路。故對瓊島及滇越、廣九等鐵路，應如

何協同防護；對於香港、越南與中國聯防辦法之建議；彼此關於兵員與武

器、飛機之如何調濟，此時皆應預先與英、法協商。因命宋準備經越赴法，

順道與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切商聯防辦法。蔣且強調：「此時革命外交，不能

待有把握後再行；應由我先發動，積極進行，方得不蹈舊式被動外交之覆

轍也。」58 

  由電末「革命外交」一語，殆知蔣的想法，係屬尚無眉目之跳躍式決

策；而宋訪歐之行，亦終未實現。其間只有李煜瀛於 10 月杪向宋致憾，稱

越南飛機製造廠事，雖經巴黎殖民部長蒙岱(Georges Mandel, 1885-1944)堅

持，卻久候華方消息不到，如今彼已決定獨資創廠。李要求亡羊補牢，由

蔣去電，保證「訂購飛機、履行合作，必不爽約」云。59
 

  就這樣拖過了年後，1939 年 2 月，日軍果然占領了海南島。蔣似乎鑒

於「第一管道」的行動迂緩，遂命奔走英、法的楊杰，重提殖民地協防之

議。楊回報稱：其已直接接洽倫敦參謀本部。英軍方對日軍南進，「頗感形

勢險惡，但軍事行動尚嫌過早」；蔣的提議，只有「以義勇軍助華」一節，

尚有可能。英方仍請楊透過外交方式，由英國外交部與航空部商辦，參部

不欲出面等語。60
25 日，蔣遂令楊遄返巴黎，進一步探詢法方。楊亦透過

蒙岱，得到肯定答覆，擬交中、法雙方參謀本部，研商具體方案，再訂互

助協定。61
 

                                                      
 

57
  〈李煜瀛自巴黎致蔣中正八月哿電〉(1938年8月20日)，〈楊杰文電選(上)〉，頁17。 

 
58

  〈蔣中正自漢口致宋子文電〉(1938年9月19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783。 

 
59

  〈李煜瀛自巴黎致宋子文十月梗電〉(1938年10月23日)，〈楊杰文電選(上)〉，頁18。 

 
60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二月漾電〉(1939年2月23日)，《蔣檔．對英法德義關係》2，

典藏號002-090103-00012-280。 

 
61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二月有電〉(1939年2月25日)、〈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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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此時，出現「第三管道」，就是「兩廣外交特派員」甘介侯(1897-1984)

另闢蹊徑，於 4 月間與越南殖民當局就地連繫。據云所擬合作計畫，已得

越方同意，並報巴黎鼓吹。內容為中、越(殖民地軍)兩參謀部成立協定，屆

時共同作戰；中方提供人力，法方供給軍火；並先期修築中越邊境鐵路等。

稍後，甘擬具對案，再添增由法方貸款、售械等條件(見表 2)。62
 

  「中越協防」原為蔣中正的主張，問題或許出在管道上，不願透過具

有「桂系」(李宗仁)色彩的甘介侯。63所以當 5 月，楊杰將所擬《中法軍事

協定草案》回報重慶後，甘案即未再見推動。楊案則包含部隊供給、共同

作戰、軍火過境各項；64較諸甘案，既無法方貸款、售械等條款，反需中國

助越以陸、空軍(表 2)。 

  甘、楊兩案都曾交付軍委會審查，參事室主任王世杰(1891-1981)指出中

法合作重點，應在：1.中國供給大量軍隊；2.法方相應供給重兵器；3.在越

境預儲大量武器；4.法方給予中方軍火假道之便利；5.法方對華貸款、售械

等。兩案俱欠以上各條，故主張續由楊杰代表中方軍事機關辦理，惟需令

顧維鈞詳悉內容，從旁協助(見表 3)。65 

表2：中法軍事合作各案對照表 

案目 
甘介侯《中法軍事合作計畫》4 條 

《中法軍事協定條款原則》9 條 
楊杰《中法軍事協定草案》6 條 

日期 1939 年 4 月 4 日-11 日 1939 年 5 月 16 日 

宗旨  規定中法軍事合作目的及條件。 

                                                                                                                         
摘要〉(1939年3月1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784-785。 

 
62

  〈甘介侯致蔣中正呈〉(1939年4月4日、11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785-791。 

 
63

  甘介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北伐時，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長、代理部長，

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外交處長等職。後任外交部特派兩廣交涉

員。1938年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1946年任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

顧問。1949年，曾為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之私人代表赴美，促成李與美國總統杜魯

門的會面。小傳見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頁324。 

 
64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五月銑電〉(1939年5月16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794-795。 

 
65

  〈王世杰自重慶致蔣中正簽呈〉(5月25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796-797。表2

係依據該書，頁785-791、794-795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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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時間 

 

 
本協定在遠東，他一列強進攻安

南，首度侵略行為表現時生效。 

軍事

目標 

 

 

 

行動之目的為：1.解決華南敵軍，

重行佔領海南島；2.建立香港－廣

州間鐵路線之自由。 

部隊

供給 

1.中國對於安南供給人力，選送中

國人民在安南訓練、組織與武

裝；2.協定批准後，中國於○○內，

分批遣送步兵○○、機械化部隊○○

至安南；3.所有槍砲、彈藥、器械

均由法國予以裝備；4.機械化部隊

由法國軍官再行訓練。5.一俟遠東

局勢安定，華軍即行開回中國。

所有槍械是否攜回中國、付價若

干、及付償辦法，屆時由兩國政

府磋商決定。 

1.中國主力軍應與上述行動相策

應，請遴選優良之師；2.中國供

給華南法國司令官陸軍 8 師，集

中勞開 2 師、龍州 4 師、蒙自 2

師；3.中國供給足供 2 師運輸之

汽車，集中龍州；4.中國供給空

軍驅逐機 2 隊、轟炸機 1 隊；5.

法國供給加強師 1 師；6.法國供

給空軍驅逐機 1 隊、轟炸機 2 隊、

偵察機 1 隊；7.兩國空軍互用對

方機場；8.廣州灣—海南島之交

通，由中國海軍擔任。 

軍事

指揮 

1.此項軍隊，由中國官員率領；在

安南境內，受法國陸軍司令指揮；

2.若安南對外發生戰事，中國軍隊

受法國陸軍司令指揮，與法國軍隊

共同作戰。 

1.華南作戰指揮，由安南駐軍最高

司令官擔任；2.由中國最高統帥指

派之中國聯絡軍官、參謀數人協

助；3.前方作戰由一法國中將指

揮；4.由中、法合組參謀處協助；

5.後方勤務由法國軍指揮，中、法

軍官數人協助；6.中法聯軍中，每

一中國師，可用法軍官 3 人為幕

僚，其中 1 人為將官；7.聯軍中，

每一法國單位，均有中國聯絡軍官

數人；8.其在華南、華中相策應之

中國軍隊，法國均派軍官、技術人

才，作中國最高統帥、及安南駐軍

司令間之聯絡。 

作戰

計劃 

1.中國負責軍事計劃之參謀部，與

安南參謀部成立協定，以便採取共

同防禦步驟，並取得中國與安南兩

方軍隊之合作；2.中、法軍事當局

應時時交換情報，以便取得兩國軍

隊之合作。 

1.作戰計劃大綱，由法國駐安南最

高司令官，與中國最高統帥協議；

2.先期詳考作戰準備、指揮單位、

組織運輸、軍需，以便計劃可在極

短期內實施；3.中國預定聯合作戰

之指揮官 1 人，屆時即與法軍駐安

南司令官面商計畫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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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

策應 

中國軍隊在安南受訓後，若短期

內不致發生戰事；而中國南部戰

事緊急，則此項軍隊之一半或三

分之一，於得法國陸軍司令之同

意後，可以調回中國。中國當即

照原數補充。 

中國政府與華南方面並行，擔任牽

制敵人在他方之自由活動，集中潼

關、鄭州、長沙鐵路線，保持黃河

～西江間之交通自由。牽制作戰完

全由中國軍隊擔任，法國可供給軍

官及技術人才協助。 

軍品

運輸 

興築中國通安南之鐵路，以利運輸。 自本協定生效之時起，法國承認開

放安南邊境，准予通運到中國之軍

用品，不加任何限制。 

法國

售械 

1.法國供給中國關於抗戰所需要之

軍火、機器與材料；2.受訓華軍調

回華南作戰，若於○○內不能重行開

往安南，則其攜回之槍械，照原價

○○折，由中國政府付償，作為借

款；3.若此項軍隊重行開往安南，

而鎗械已有損失，則所有損失之槍

械，照上開辦法辦理。 

 

法國

貸款 

1. 法國以 ○○○○ 法郎借予中國；

2.○○○○法郎為現款交付；○○○○法

郎為鎗械、彈藥及其他材料之供

給；3.關於物品細目，由兩國政府

商定；4.借款利息○○，於○○年後開

始償還；於○○年內償清；5.借款總

額之幾分之幾，以現款償付，幾分

之幾以貨物原料代之。 

 

華工

助戰 

1.中國供給勞工○○人，分往法國、

安南或其他指定之地方工作；2.勞

工依其工作性質，分成○○大隊、○○

小隊，由中國指派總隊長等率領；

3.勞工到達法國境內，由法國官員

指揮工作；4.薪工、饍宿、輸送，

由法國負責；5.一俟歐洲及遠東之

局勢安定，法國即將勞工送回中國。 

 

英方

合作 

 英、法在遠東已有諒解，英方必贊

成中法協定。將來中英法軍事合

作，聯軍指揮官亦屬法方。 

保密

條款 

計劃事關軍事，應嚴守秘密，接洽

期中不經外交機關。 

軍事協定由雙方最高軍事機關辦

理，不經外交途徑。議會方面，俟

時機成熟，以軍事緊急案通過請追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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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

代表 

原則經蔣中正同意，並決定中方應

提條款後，由甘介侯攜往安南，與

安南總督及陸軍司令磋商。俟徵得

殖民部長及陸軍部長同意後，用外

交方式，在重慶或巴黎簽訂協定。 

法方主張中方由楊杰擔任特派全

權代表。 

附件 
 附件 1 為假想之日本進攻計劃。 

附件 2 為應付日本進攻之作戰計劃。 

(二) 阿魯福案的推動 

  1937 年 11 月，蘇聯領導人史達林(И. В. Сталин, 1878-1953)在接見國府代

表時，曾建議切勿忽視任何援助的可能，應同時向美、德購買飛機和機槍，

並尋求合作可能性較低的英國協助。不可只求助於蘇聯，而輕忽任何援助

的機會。66這段話，實際暗示著莫斯科的想法：首先是願意支持中國抵抗日

本，以解其東線的燃眉之急；卻又唯恐援華行動，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

乘，聽由蘇聯獨撐遠東大局，甚至導致東、西兩線同時作戰。故而援華之

舉，必先鼓吹國際合作，英、美態度尤其重要。蘇方在軍援上，如此顧慮

多端，以及所造成供應上的陰晴不定，可謂為阿魯福貸款案的背景之一。 

  1938 年 10 月底，楊始抵巴黎，洽談中法合作事宜。當時孫科告之：國

內因交通困難，每年出口貨物，除換取外匯，維持法幣滙價外，大部用以

對蘇易貨與對美還款。故對法購械，已無餘數，除非對方能予借款，供我

運用，否則恐無成效。67這應屬阿魯福貸款案的背景之二。 

  翌年 1 月，楊忽向蔣聲稱：波蘭軍方因歐局和緩，與蘇聯化敵為友，

願將現役武器出讓一部，內含輕轟炸機、輕重機槍等，數量足敷 100 師之

用。68稍後又告：已得英、法當局之助，密與英、法、荷蘭銀行團商訂鉅額

                                                      
 

66
  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 eds., Pусско-китайcкиe Oтношeния в ХХ веке, Т.4, 

Coветcкo-китайcкиe Oтношeния в 1937-1945 гг., Кн.1: 1937-1945 гг. (Москва: 

Пa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以下簡稱CKO], 2000), Док. No 121, 156. 轉引自

蔡文欽，〈蘇聯對國民政府的軍援政策(1937-1941)〉(臺北：淡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6)，頁64。著者因具俄語訓練背景，以齊書所輯檔案為主，完成論文，

箇中對戰時中蘇軍購，多有著墨。 

 
67

  〈孫科自重慶致楊杰電〉(1939年1月27日)，〈楊杰秘密函電〉，頁50-51。 

 
68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一月冬亥電〉(1939年1月2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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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借款，專資購械。期限 6 年，第 1 年不償還，以原料品分期抵償。69預

備編練 100 師新軍，以行對日反攻。惟法國軍部限於財力，且欲避免政治

困擾，遂授意荷、比、法銀行團借款 2,000 萬英鎊。楊猶以為不足，再向

英、荷銀行團求助，幸得英國財相西蒙(Sir John Simon, 1873-1954)首肯，另借

2,000 萬英鎊，兩筆累計約值法幣 7 億圓。70為避免銀團競爭、減輕中國利

率負擔，並爭取蘇聯擔保，乃決由阿魯福以荷蘭企業家名義出面。至於阿

氏其人，現包辦蘇聯木材進出口，莫斯科對之也頗信用。本身即擁有 2,000

萬鎊資金，加上倫敦各銀行所提供，力可擔任前述 4,000 萬鎊之數。71
 

  此時，蘇聯第 3 次對華貸款，尚在未定之天(見表 1)。楊告蔣謂：「以職

在蘇經驗，向蘇第三次借款，恐非短時間內可以實現。孰若令職再滯法兩、

三星期，完成此絕大借款為優。」72而隨著案情發展，蔣有關阿案的決策，

也確似視蘇款進展為轉移。 

  另外，阿案又傳為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幕後角力。73該案啟動後，楊杰曾

向宋指控孔「百般刁難」： 

庸之(孔)院長百般刁難，始則一再究詰，謂阿(魯福)圖我佣金手續費；

繼則謂歐洲之軍火商，將不能代中國出力，由阿一人壟斷；終則密

令顧少川(維鈞)、郭秉文從中破壞。揆厥原由，無非為面子問題，及

購械佣金關係。 

  因此，楊希望宋能代覓保人：「特密電奉商，萬一蘇聯不願擔保時，我

公能於英、美覓一大銀行擔保否？抑有何方法，解決此問題？」由行文觀

之，宋似曾在建案之初，給予肯定或贊助；惟至 4 月間，應已知此案難成，

回拒了楊的請求：「弟(宋)滿志躊躇，覺該項數目巨大，非握有政府特權者，

                                                      
 

69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一月漾午電〉(1939年1月23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183。 

 
70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二月支電〉(1939年2月4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典

藏號002-090400-00007-180。 

 
71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三月寒丑電〉(1939年3月14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

4，典藏號002-090400-00007-178。 

 
72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一月感電〉(1939年1月27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182。 

 
73

  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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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對阿氏信心，無法保障，承注歉然。」74
 

  盡管楊杰興高采烈，但因涉及金額太大，且前此英、法對華俱甚冷淡，

重慶方面自然深表懷疑。沈寂了大半個月，延至 2 月 11 日，始有孔祥熙回

電，授權楊訂約，再行核議。但書為：1.原定期限 6 年，如能再延長最好；

2.利息比照美國借款，年息 5 釐；3.蘇聯擔保一節，由楊負責接洽。75
3 月 5

日，楊即將首份《合同草案》呈報重慶(見表 4)。76
 

  孔的立場，殆將阿案視為一軍火掮客的投機生意。所以《合同草案》

到後，覆電要求：1.先決條件，必需蘇聯擔保；2.阿氏身份，必需調查證明；

3.所謂英、法當局之助，必需證實；4.將來簽字，需由顧維鈞會同辦理；5.

借款應購何械，當由層峰裁定；6.接洽成熟，將另派陳光甫來法協助；7.

原料代售辦法，擬具電覆；8.嚴格核價，須防漁利佣金；9.運費需在售價中

扣算等等。77箇中最堪注意者，是顧維鈞、陳光甫均屬「第一管道」中人，

亦實孔欲納該案於監督之下。 

  楊接電後，向蔣大表不滿：「頃接孔院長來電，一則要查來歷，二則說

不可靠，三則說不要受人愚弄」；指孔係因借款不如己力，故意作梗： 

一、緣孔院長曾親到英京，向英借款未成；二、孫(科)院長亦往英借

款未成；三、孔院長派員駐英、法，日日接洽借款未成。今忽聞職

借款成功，款額之巨，為向來借款時，所不敢提出之數目，必以為

怪，必以為英、法當局不能助職，認為虛妄。78
 

  延至 1939 年 4 月，蘇聯當局果然拒絕了擔保的要求。楊卻逕自於 5 月

初，由莫斯科趕回巴黎，欲強行續推阿案。孔顯然忍無可忍，致電顧維鈞，

說他對楊最近行動毫不知情。楊過去常常越權，但只要最後有利於國家，

他也就容忍不問。楊這次如真能帶來好處，那另當別論，否則應負全部責

                                                      
 

74
  〈楊杰自巴黎致宋子文四月皓電〉(1939年4月19日)、〈宋子文自香港致楊杰四月有

電〉(1939年4月25日)，〈楊杰文電選(中)〉，頁14-15。 

 
75

  〈孔祥熙自重慶致楊杰二月真電〉(1939年2月11日)，〈楊杰文電選(上)〉，頁23。 

 
76

  3月5日《合同草案》12款，全文見〈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三月歌電〉(1939年3月5日)，

《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典藏號002-090400-00007-179。 

 
77

  〈孔祥熙自重慶致楊杰三月銑電〉(1939年3月16日)，〈楊杰文電選(中)〉，頁12-13。 

 
78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電〉，〈楊杰文電選(中)〉，頁13-14。原電日期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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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云。79
 

(三) 中越協防之波折 

  1939 年 3 月間，由於歐陸形勢嚴峻，蘇聯唯恐捲入，蘇共中央執行委

員會第 18 次代表大會宣言，遂透露了縱放日軍南進的訊息： 

面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徑，至今歐美國家仍傾向置之不理，與抱持

觀望的態度。當日本侵略中國上海此一國際金融中心，還有資源由

英國壟斷的廣東和南中國地區時，歐美便提供中國海南及香港武

器。是不是難以置信？這和變相的鼓勵戰爭，是很類似的！也就是

說，歐美國家即將捲入中日戰爭，讓我們拭目以待吧！80
 

  史達林也在會上演說，指中日戰爭為新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蘇聯

願與鄰邦建立親善友誼。對此發展，重慶深感不安，視為日蘇修好的警訊，

月底乃有孫科二度赴蘇，洽商第 3 次貸款之行(見表 1)。81
 

  時楊杰留連巴黎，已近半年，駐蘇武官王叔銘(1905-1998)向戴笠、錢大

鈞等回報「據悉法方對楊頗冷淡」；而伊寧航校、飛機工廠計劃，及第 2 批

蘇款項下各懸案，「楊使在俄時，均未解決。自赴法後，均告停頓，俄方更

推諉有詞。」82錢也告蔣：「查俄機已四個月並未補充」，且「聞楊常駐巴黎，

於職權上，顧使(維鈞)等亦感不快」等語。是駐使特使之爭，業已上聞層峰。83
 

  直到 3 月初，楊杰將阿魯福案合同呈報重慶後，始返抵莫斯科。不久，

蘇聯當局拒絕為阿案擔保，楊杰乃又於 5 月初，匆匆趕往巴黎，挽救各案。

                                                      
 

79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頁30。 

 
80

  В. П. Нayмова, Вступ. ст. акaд, А. H. Якoвлeва, 1941 гoб Poccия XX Век. 

Дoкyменты ХХ веке, Т. II (Москва: Mеждyнародный Фoнд “Демoкрaтия,” 1998), 

Док. No П12, 573. 轉引自蔡文欽，〈蘇聯對國民政府的軍援政策(1937-1941)〉，頁

80。 

 
8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第2版)，頁705。 

 
82

  〈錢大鈞自成都致蔣中正二月文電．摘要〉(1939年2月12日)、〈王勳(叔銘)自莫斯

科致蔣中正三月支電(戴笠轉呈)．摘要〉(1939年3月4日)，《蔣檔．特交檔案．一般

資料》514，「呈表彙集」87，典藏號002-080200-00514-120、002-080200-00514-150。 

 
83

  〈錢大鈞致蔣中正函．摘要〉(1939年3月5日)，《蔣檔．特交檔案．一般資料》514，

「呈表彙集」87，典藏號002-080200-0051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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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孫科滯留俄京之際，楊竟置駐蘇大使本務於不顧，自然頗忤蔣意。故

當 5 月中旬，楊的《中法軍事協定草案》電呈後，蔣延擱 3 日始予回覆，

謂中越協防「應須從長討論，或待兄回國面商再定」；僅促之速返莫斯科，

助孫解決困難。84
 

  但是 6 月以後，遠東風雲再起。日軍封鎖天津英、法租界，作為施壓；

英、法也相應在新加坡召開參謀會議，引起了重慶方面的矚目。蔣訓令顧

維鈞和駐英大使郭泰祺(1890-1952)，探詢法、英「此次在新嘉坡軍事會議，

對於我國日前所提，願與英、法軍事合作之提議，是否同意？有一具體之

決定，我有所準備也。」85惟顧使與蒙岱等會商後，仍不得要領。86
 

  此同時，「第二管道」上，孫科則重提楊杰舊案，主張先定大綱，詳細

辦法當可續為決定。87由孫電可知，楊案已延宕一月有餘，未見進展。蔣似

乎意頗躊躇，自 5 月起，業有召楊返國之想。6 月底，蔣覆孫稱：法國大

使已到重慶洽商，並堅持等待新加坡會議之結果： 

耿光兄回程，請其到巴黎後，待電再定行期。對於其所提之(中法合

作)稿件，當待此次英法在新嘉坡會議後，再行決定。法大使來渝(重

慶)專為此事也。外傳其來渝，為倭方傳達和議消息之謠言，實為惡

人與敵方有意捏造，決無此事。以現在英、法、美無一不望我抗戰

到底也，美國態度更好。88
 

  所以 7 月初，孫科向蔣再推楊案；並為楊說項，請緩其行：「耿(光)兄

似應留此(莫斯科)候命，暫緩返國為宜。因國際時機，不能讓我從容討論，

當機不立決，中法草案仍以急速成立為宜。」89
 

                                                      
 

84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五月皓申電〉(1939年5月19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515。 

 
85

  〈蔣中正自重慶致郭泰祺六月敬電〉(1939年6月24日)，《蔣檔．對英法德義關係》

2，典藏號002-090103-00012-311。 

 
86

  〈顧維鈞自巴黎致蔣中正六月寢電〉(1939年6月26日)，《蔣檔．對英法德義關係》

4，典藏號002-090103-00014-235。 

 
87

  〈孫科自巴黎致蔣中正六月禡電〉(1939年6月22日)，〈楊杰文電選(中)〉，頁16。 

 
88

  〈蔣中正自重慶致孫科六月宥電〉(1939年6月26日)，《府檔．孫科出使蘇俄案》1，

臺北國史館庋藏，典藏號001-062228-001-025~026。 

 
89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七月冬電〉(1939年7月2日)、〈七月江午電〉(1939年7月3

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79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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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由於「第一管道」日久無功，蔣處確曾起草兩份〈擬致楊大使電〉。

其一為「特派陸軍□將楊杰，全權代表中國軍事委員會，與法國軍部簽訂

中法軍事協定」之派令。其二係以蔣的名義，提出「應磋商增改者」3 點，

除了前揭王世杰建議各項之外，另增撤兵條款(見表 3)。90中越協防談判，一

度幾乎提上日程；惟顯然最後一刻，蔣終於改變了心意。 

表3：中法軍事合作修正各案對照表 

案目 
王世杰建議案 

(1939年5月25日) 

蔣中正裁示案 

(1939年8月?日) 

楊案

缺點 

中法軍事合作，可由中國供給巨量

軍隊。惟楊杰草案缺乏交換條件：

1.中國援軍之重兵器，由法方供給；

2.協定簽訂，安南即對中國軍火運輸

給予便利；3.法方需在安南境內，事

先存儲大量武器；4.法方對華貸款。 

 

楊案

優點 

協定對中國有利：1.日本若果進攻安

南，無論中、法有否協定，中越邊

境龍州、蒙自等處仍須駐兵；2.軍事

協定可增進友邦間之情感，作異日

進一步合作之張本。 

 

協定

生效 

1.楊案需待「遠東他一列強進攻安

南，首度侵略行為表現時生效」，

應修改為「自本協定簽字之時」起

生效；2.法方若不允修改，則軍火運

輸問題即不與掛鉤，以免限制中國

輸入軍火之權利。 

1.楊案「自本協定生效之時起」一

語，應改為「自本協定簽字之時

起」；2.此點如辦不到，關於軍用品

通運問題，約中寧可完全不提。 

武器

供給 

楊案規定華軍武器均由法國供給，

則「中國供給空軍驅逐機2隊、轟炸

機1隊」之規定，自應修正。 

楊案已定中國援軍武器應由法方供

給。依此原則，楊案「中國供給足

供2師運輸之汽車」、「中國供給空

軍驅逐機2隊、轟炸機1隊」兩項，

自應須修正。 

武器

償付 

中方可允戰後償還法方武器之代

價，以作交涉讓步之條件。 

法方供給汽車、飛機，如不易辦到，

中方可允戰後償還此項武器之代價。 

                                                      
 

90
  〈擬致楊大使電〉(一)、(二)，《府檔．中法協定案》，典藏號001-064300-009-010、

001-064300-009-011、001-064300-009-012。按：此兩件原稿無日期，旁有「軍事委

員會參事室主任用牋」紅印，「主任」者，即王世杰。兩稿應皆未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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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

存儲 

協定簽字後，法方應於限期，將武

器運入安南存儲。其數量應足敷中

國援軍1年之用。逾6個月後，如尚

無戰事，中方得購買之。雙方並另

訂武器續儲辦法。 

法方武器務於附件訂立後 4個月

內，運入安南存儲。其數量應足敷

中國援軍1年之用。逾4個月後，如

尚無戰事，而中國需用時，得給價

購買之。法方應續行運儲。 

戰後

撤兵 

 楊案應加一條：「中日戰事結束後，

中、法兩國武裝隊伍，應即開回各

本國領土，並維持日本侵略前，中、

法兩國原有領土之狀態。」 

簽訂

代表 

1.全權代表，可責成楊杰代表中方軍

事機關辦理。協定來電詞句不明，

應將法文原文拍回；2.駐法大使顧維

鈞，應令詳悉內容，俾從旁斟酌條

文，力助進行。 

1.全權代表一節，同意來電所擬，另

發楊杰派令；2.「協定生效」一點，

務照指示辦理；武器供給、償付、

存儲與戰後撤退各點，可由楊杰與

顧維鈞商洽後，決定拒絕、接受或

再行請示。 

  蓋 7 月以後，阿魯福與在蘇各案，多歷周折；楊杰又對返國召命，始

終委蛇，令蔣失去信心。故〈擬致楊大使電〉件首有蔣之批示：「可電顧大

使」；另用紅筆塗銷多處。8 月 22 日，蔣告顧維鈞，今後中法交涉，只承

認「第一管道」： 

請密告法國國防與殖民部、及其參謀長(中法合作事交涉，須由法使

館)，凡中法合作事，不可再與楊大使商談(如有必要，中[正]並未)為要。

此言並(保守秘不宣)勿告(他人)第三人為盼。 

  電文原件亦塗改再三，足見蔣措辭之難。同日，蔣另嚴電楊杰，命詳

告返國確期：「兄如赴波蘭(阿魯福)簽字，則回國之期約須延遲幾日，望詳

告確期。勿使對前途屢爽約期，以其相待已久，且甚急也。」中法談判，

則改在重慶召開，「石曾兄亦已到渝相助，中法合作交涉，決移此間商討。

請兄切勿外洩，且勿與法人在國外再談，以免事出兩歧也。」91
 

  上揭兩電，等於宣告楊杰在法任務的終結。不數日，1939 年 9 月 1 日，

德軍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局面頓時改觀。10 日，蔣始將楊案

全文、暨王世杰等人審查意見，一併電告顧維鈞。92蔣雖聲稱，當初即對楊

                                                      
 

91
  〈蔣中正自重慶致顧維鈞八月養電〉、〈致楊杰八月養電〉(1939年8月22日)，《蔣

檔．革命文獻．抗戰時期》45，「對法外交」，典藏號002-020300-00045-046、

002-020300-00045-047。()為原件塗改之處。 

 
92

  〈蔣中正自重慶致顧維鈞九月蒸電〉(1939年9月10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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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視為豈有此理」，93但這應屬決策轉彎之後的飾非之詞。緣因顧、楊不

合，為蔣夙知，蔣在中法交涉上，實係長期指示兩條管道並進，以資其最

後定奪。反而是向顧重提楊案，或許代表著蔣對中越協防，終究念念不忘，

頂多只為不肯信託楊杰而已，期待「第一管道」能夠接手。不過，由於歐

陸局面急轉，中越協防並無所成。法國反於當月，將來華未久的軍事顧問

團全數召回。94
 

(四) 阿魯福案無果而終 

  阿魯福借款案方面，先是 1939 年 3 月，楊杰將首份合同呈報重慶，孔

祥熙要求需由楊負責接洽蘇聯出面擔保。後經莫斯科拒絕，楊乃逕自於 5

月趕回巴黎，另在取消第三國擔保，專以中國輸出原料為唯一擔保品的條

件下，與阿魯福訂立了第 2 份《合同草案》(俱見表 4)。 

表4：阿魯福貸款案兩次合同對照表95 

案目 第 1次合同(1939年 3月 5日)12款 第 2次合同(1939年 5月 13日)12款 

簽訂

者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荷蘭企業家阿魯福，為交換商品借款簽訂合同事， 

議定條款。 

貸款

數額 

阿魯福承認予中國 4,000 萬鎊之信用

借款，作購買器械之用。1939 年交付

2,000 萬鎊；1940 年交付 2,000 萬鎊。 

阿魯福承認予中國4,000萬鎊之信用

借款，作購械之用。合同訂定後，分

3 次交付：第 1 年交付 1,000 萬鎊；

第 2 年交付同上額。其餘 2,000 萬

鎊，視履行抵債情形再定之。 

利息 借款年息 5 釐。 借款年息 5 釐。 

償還

期限 

定為 5 年。 定為 5 年。 

                                                                                                                         
798-799；〈蒸三電〉 (1939年 9月 10日 )，《府檔．中法協定案》，典藏號

001-064300-009-013~018。 

 
93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頁39。 

 
94

  〈對法外交．概述〉，《蔣檔．革命文獻．抗戰時期》45，「對法外交」，典藏號

002-020300-00045-000。 

 
95

  兩份《合同草案》全文，分見〈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三月歌電〉(1939年3月5日)，

《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典藏號002-090400-00007-179，與〈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

五月元電〉(1939年5月13日)，〈楊杰文電選(下)〉，頁18、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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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擔保 

中國政府為償還借款，發行期票交阿

魯福。該項期票，由蘇維埃社會主義

聯邦共和國擔保。每次訂購貨物時，

中國政府以同等款額之期票，交付阿

魯福。 

中國政府承認每次訂貨需付款時，在

借款款額範圍內，發行期票，由中國

政府指定之一中國銀行，簽證交付阿

魯福，存於雙方同意之委託銀行。原

料及售得之款，即為期票之擔保品。 

器械

訂購 

中國政府依照借款款額，訂購器械，

阿魯福為仲介，經中國政府選定之。 

中國政府承認將借款全數作購械之

用，概由阿魯福仲介。但選定權屬於

中國政府。 

借款

償還 

中國政府在借款期 5 年內，輸出原

料，其值與借款款額 4,000 萬相等。

原料之輸出，自簽字後 6 個月開始。 

中國政府承認，在借款期限內輸出原

料，其價值與借款數目相等。原料之

輸出，自合同簽訂 6 個月後開始。 

原料

承售 

輸出之原料，由中國政府交阿魯福承

售。其細則另定之。 

中國政府承認第 6 條所規定之原

料，交阿魯福出售。交付手續另定

之。 

原料

所有

權 

出售原料，須得中國政府代表之同

意；售出之款，為中國政府所有；未

售出之原料，其所有權仍在中國政

府。 

原料出售時，須得中國政府代表之同

意。 

仲介

費用 

所有購買器械、及出售原料，阿魯福

均有手續費用，其數額另定之。 

購械及出售原料，阿魯福均有手續

費，其百分率另定之。 

售款

運用 

原料售出之款，除去墊款及阿魯福手

續費外，存於中國政府指定之一大銀

行，倫敦 Miegand Bank、倫敦 L. 

Loydsand National Provicial Bank 或

其他銀行等。原料售出之款，概用以

償付中國政府發與阿魯福之期票。 

出售原料所得之款，除去墊款及阿魯

福手續費外，存於第 4 條所規定委託

之中國銀行，另開一帳，該款完全用

以償付阿魯福所收之期票。 

代表

派遣 

合同簽字後，2 個月內，雙方各派常

川代表駐巴黎，辦理合同各款所規定

之事務。 

合同簽訂後，雙方均至多於 1 個月

內，指派常川代表駐在巴黎，執行合

同各款。合同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疑義

解釋 

合同用中、荷、法 3 國文字繕寫，遇

有疑義，以法文為準。 

合同用中、荷、法 3 國文字繕寫，遇

有疑義時，以法文為準。 

  適於此時，第 3 次蘇款又生枝節。已滯留莫斯科一月有餘的孫科，終

於 5 月 13 日得謁史達林，獲允對華貸款 15,000 萬美元。不料欣喜僅止 3

天，16 日即遭新任外長莫洛托夫(В. M. Молотов, 1890-1986)以「今日外交團

均已哄傳，實於蘇聯不便」為由，宣佈交涉暫停；還要求中方「即酌為否

認所傳不確，以圖息諑」等等。96
 

                                                      
 

96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五月寒電〉(1939年5月14日)、〈五月銑電〉(1939年5月16

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51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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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方面詫異之餘，對於阿魯福案的決策，也出現反覆。先是 17 日，

蔣中正電知孔祥熙，訓令停止阿案第 2 份合同的進行。然兩天之後，又囑

將草案交付審核，可能即為蘇款橫生波折之反動。 

  而孔之覆電，殊堪注意，可謂為抗戰期間，國府軍購行為的重要詮釋。

除了對合同條款有所批評外，孔尚解釋： 

(一)交通上難以消化： 

洽定鉅額借款，在歐購買軍械，增厚實力，固足以壯士氣，而寒敵

膽。但緬、越運輸情形實堪顧慮，此時積存及續到之貨，已需一年

以上方可運畢。今增購大量器材，何時方可運入，殊無把握。若准

存緬、越，既不能及時應用，又多危險。 

(二)倘蘇聯誠意相助，則俄械已足支用： 

況歐局張弛靡定，購買運輸，難免無其他枝節。若蘇方新借款不至

中變，則趕速整理交通路線、增加運輸工具，由蘇運入之軍械，似

已足支長期之用。 

(三)財政困難、無貨可易，難免失信於將來： 

現在我可控制之區域，運輸既極度困難；而可以收購之物產，即盡

最大之努力，預計亦僅值國幣二萬萬元。其大宗之桐油，既須運美，

償付借款；茶葉、皮毛、豬鬃、生絲、礦產等項，須分別運交英、

蘇，及為兵工儲料案之用，已屬全無剩餘。而蘇(聯)新(疆)借款成立

後，逐年運蘇產品，更須大量增加，何能有其他原料，於此項借款合

同簽訂六個月後起運？與其失信於將來，不若事先審慎簽訂之為愈。 

  所以孔強調，過去其他掮客曾欲投機操縱，均已拒絕： 

年來迭有外商密洽，願貸鉅款購械，因自知償付無方，乃虛與委蛇，

陽作鎮靜，不露急切，以示我舉債之穩健，而獲國際間有利之宣傳。

此種苦衷，實不足為外人道。但投機操縱之把戲，亦對我無所施其

技也。97
 

                                                      
 

97
  〈孔祥熙自重慶致蔣中正五月養代電．摘要〉(1939年5月22日)，《蔣檔．特交檔案．

一般資料》516，「呈表彙集」89，典藏號002-080200-00516-052。孔電起首，有「〈皓

(19日)電〉奉悉。楊大使所洽借款，前奉〈篠(17日)侍秘渝電〉，知已電令停止進行。

茲又承交草約，囑為審核」等語，可知蔣的決策，曾經兩日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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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諸案各說各話、疑點重重，5 月間，程天固乃奉派赴法調查。98楊

杰亦受電召，返國說明。22 日楊告蔣稱：阿魯福為表誠意，願先提供 100

萬鎊，約合法幣 2,000 萬元，於 3 星期內訂購輕重機槍、山砲、迫擊砲等

運華。至於還款期限，亦可由蔣自定。自己既奉召歸國，決將在俄、法所

辦各種文件、證據，帶回請示方略云。99
 

  蔣殆因第 3 次蘇款仍石沈大海，曾不顧孔祥熙反對，於 5 月 25 日批准

了楊的新提議。100不意楊卻失聯達半箇月之久，直到 6 月 9 日才電呈：已

訂妥首批械彈、27 架驅逐機，約 3 星期起運，本人則將於翌日返莫斯科。101

而蔣早感不耐，電詢「兄現駐何處？行踪如何？久未得電，請即電告。」102

黃正則向楊報告，外交部催之回國，接受調查，必係孔祥熙、顧維鈞等人

陰謀云。103
 

  6 月 23 日，蔣再次批准與阿魯福續議交易。104惟延至 7 月 5 日，軍火

仍無蹤影，蔣與孔祥熙皆來電責，命 10 日內起運。105
11 日楊又辯稱需 3、

4 星期，所以返國述職，亦勢必延遲。106結果直到 8 月 20 日，楊猶推拖阿

案各貨，刻正積極打包，並已租定商輪；但要求赴波蘭簽一信約。107不數

日，二次大戰爆發。10 月 28 日，黃正向楊作最後報告：「荷(蘭)貨因無船，

遲未起運，仍在多方接洽中」；「波(蘭)、荷及飛機上武器，現設法以他貨代

                                                      
 

98
  見程天固，《程天固回憶錄》，頁375-377；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頁

31。 

 
99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五月養電〉(1939年5月22日)，《蔣檔．對英法德義關係》4，

典藏號002-090103-00014-233。 
100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五月有電〉(1939年5月25日)，《蔣檔．革命文獻．抗戰時期》

45，「對法外交」，典藏號002-020300-00045-043。 
101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六月青電〉(1939年6月9日)，〈楊杰秘密函電〉，頁51。 
102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六月灰電〉(1939年6月10日)，《蔣檔．籌筆》，「抗戰時期」

24，典藏號002-010300-00024-023。 
103

  〈黃正自巴黎致楊杰六月有電〉(1939年6月25日)，〈楊杰文電選(中)〉，頁17。 
104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六月梗電〉(1939年6月23日)，〈楊杰秘密函電〉，頁52。 
105

  〈楊杰自莫斯科致黃正電〉(1939年7月5日)，〈楊杰文電選(中)〉，頁18。 
106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七月真電〉(1939年7月11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518。 
107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八月號電〉(1939年8月20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

51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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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阿魯福案，中國最終毫無所獲。108
 

四、 人事矛盾與返國撤職 

(一) 第3次蘇款風波 

  1939 年 3 月，鑒於蘇日有接近之跡象，中國派遣孫科二度赴蘇，攜賚

蔣中正致史達林的親筆函，重點一在 1 億 5,000 萬美元的第 3 次貸款(見表

1)；二在欲求訂定「共同鞏固東亞和平之友好協定。」109然而孫抵莫斯科後，

枯等兩週，拖到 4 月 21 日向蔣回報：已訪外長李維諾夫；惟史達林、莫洛

托夫適皆出巡未歸；伏羅希洛夫臥病未愈，故須稍候，始能會商一切云。

亦即蘇聯高層，所晤有限。110實則該時歐局告警，史達林正忙於改弦易轍，

企求和軸心國陣營取得妥協。5 月 3 日，力推西方安全政策，被目為親英、

法的李維諾夫，以具猶太人血統，恐不利對德交涉之由，被迫辭去外長職

務，改由主張對德綏靖的莫洛托夫兼任。111蘇中關係至此，也轉入敏感階段。 

  而身為特使，孫科與楊杰旋且重演「特使 vs.駐使」之爭。緣因孫受命

之前，楊杰先於 3 月，將新的採購清單呈遞國府航委會。然而後者要求，

俟孫科到後，再提新單。112
4 月 15 日，孫、楊會商，始悉第 2 次蘇款尚有

剩餘，並對新機採購發生歧見。孫命隨團的前中央航空學校校長陳慶雲

(1897-1981)電告重慶： 

                                                      
108

  〈黃正自巴黎致楊杰十月儉電〉(1939年10月28日)，〈楊杰文電選(下)〉，頁25。 
109

  〈蔣中正致史達林函〉(1939年4月)，《蔣檔．革命文獻．抗戰時期》43，「對蘇外

交2：軍火貨物交換」，典藏號002-020300-00043-073。蔣檔中另有一《中蘇保障東

亞和平協定草案》(1937年8月21日)，可能為其藍本，內容係屬兩國軍事互助協定。

見《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外交》 62，「對蘇俄外交」 1，典藏號

002-080106-00062-001。 
110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四月馬電〉(1939年4月21日)，《蔣檔．特交檔案．一般資

料》289，「民國二十八年」2，典藏號002-080200-00289-019。 
111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vol. 1,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 Co., 1948), 328-330. 
112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四月皓電〉(1939年4月19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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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15)日與楊大使耿光會商，始悉(蘇聯)第二次借款，尚存美金二千

餘萬圓未用，尚可訂機約三百架。經哲公(孫科)提議，先訂購二百八

十架。……皓(19)日楊大使耿光(向陳)面稱：該批機前經航空委員會

來電緩訂，故未允進行。經職(陳)將(重慶)錢主任慕尹(大鈞)覆電「可

以照辦」原電呈閱，仍未得楊大使耿光同意進行。哲公意：如第二

次借款尚存鉅款未用，恐或妨礙第三次借款交涉。113
 

  爭端未決，楊杰 5 月初即又離俄赴法，催生第 2 份阿魯福合同與《中

法軍事協定草案》。滯留莫斯科的孫科，雖於 5 月 13 日見到了史達林；所

允之第 3 次蘇款，卻在 3 天後翻盤。蔣為此，急命楊杰兼程回任，進行了

解；而對楊在法所訂兩草約，則欲從長計議。楊自為不滿，除抗辯兩案外，

對於孫科活動，又大加詆毀；甚至懷疑史達林 13 日面允借款一事，純屬孫

科虛構： 

哲公(孫科)於四月七日到莫(斯科)，至五月元(13日)夜始得謁見蘇當

局、銑(16)日見伏帥。以前約四十日，始與蘇方各要員晤洽。想僅元

夜一度面商，竟胡然而天、胡然而地，不無可疑。 

  楊且申訴第 2 次蘇款之餘額問題，指蘇聯當局諸事務實，深惡捏造矇

瞶、借題活動之人。陳慶雲等難受接納，不明其中真相，故報告多屬臆造

云云。114
 

  楊、孫關係生變，在外又糾紛疊起，蔣似已決心調之返國。楊則滯法，

自 5 月底演出長達半月的「失蹤記」。延至 6 月 13 日，孫科經手的第 3 次

蘇款 1 億 5,000 萬美元，終告成立。115楊亦始回至莫斯科。接著 16 日，

孫科和蘇聯貿易部長米科揚(А. И. Микоян, 1895-1978，或譯米高揚)簽定《中

蘇商約》。116
 

                                                      
113

  〈陳慶雲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四月哿電〉(1939年4月20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

4，典藏號002-090400-00007-261。 
114

  〈楊杰自巴黎致蔣中正五月養電〉(1939年5月22日)，《蔣檔．對英法德義關係》4，

典藏號002-090103-00014-233。 
115

  〈孫科自莫斯科致孔祥熙六月哿電〉(1939年6月20日)，《府檔．孫科出使蘇俄案》

1，典藏號001-062228-001-024。 
116

  Harriet L. Moore, Soviet Far Eastern Policy, 1931-1945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3), 18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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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5 日，引起楊、孫爭議的第 2 次蘇款餘額 2,000 萬美元，終告解

決。按照孫科的提議，全數用於購買戰鬥機 120 架與機用器材，形成第 5

批軍購。而同日，自第 3 次蘇款提撥的 1,800 萬美元，也做為第 6 批軍火

的費用，項目有火砲、機槍、步槍、卡車和航空炸彈等(見表1 )。117一連串的

協商得力，或許使得孫科傾向樂觀，意欲另闢蹊徑，建立對蘇的「第二管

道」。29 日，向蔣介紹米科揚，謂彼同意加緊俄械東運： 

米(科揚)為聯共中委、政治委員、行政院副院長兼對外貿易部長，係

史最親信，其地位僅次於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今後蘇方武

器運送，改由貿易部負責。經向米科揚提請，對運仰光貨，應每二

月一次，每次七八千噸，以資接續。米同意謂當照辦。118
 

  7 月 1 日，孫再電蔣稱：第 6 批軍購可望月底到達仰光；所提增訂砲兵

用各武器，米科揚允予照辦等語。119孫隨即轉赴巴黎。 

  楊杰方面，自 5 月即屢奉返國之召。6 月底，顧維鈞接獲外交部長王寵

惠(1881-1958)電詢赴俄繼任大使的意願。120
7 月 7 日，蔣中正藉「法已特派

專員來華洽商，兄所提之事，待決甚急」為由，催楊返國，面商中越協防

案。121此同時，黃正也得到李煜瀛警告，轉電楊處：「石(曾)公接國內友人

訊：委座(蔣)左右有人攻擊楊大使，將以顧(維鈞)大使繼任等語，果何所指？

石公慮影響大事，乞電覆闢謠。」122
 

  7 月間，楊杰留俄京，全力趕辦阿魯福案；123對蔣之召，多次改期。蔣

                                                      
117

  思拉德科夫斯基(M. И. Cлaдкoвcкий)，《蘇中貿易關係史：1917-1974》(Истopия 

Topгoвo-экономичecкиx Oтношeний CCCP с Китаeм 1917-1974)(Москва: Hayка, 

1977), 131-132, 135. 轉引自蔡文欽，〈蘇聯對國民政府的軍援政策(1937-1941)〉，

頁76-77。另見〈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六月宥電〉(1939年6月26日)，〈楊杰秘密函

電〉，頁52。 
118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六月艷電〉(1939年6月29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245。 
119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七月東電〉(1939年7月1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423-424。 
120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頁35。 
121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七月陽電〉(1939年7月7日)，〈楊杰秘密函電〉，頁52。 
122

  〈黃正自巴黎致楊杰電〉(1939年7月10日)，〈楊杰文電選(中)〉，頁20。按：10日

為楊接電日期。 
123

  〈楊杰自莫斯科致黃正電〉(1939年7月8日)，〈楊杰文電選(中)〉，頁19。 



抗戰前期國民政府軍火採購之研究(1937-1939) ．115． 

曾手令在法的孫科，三度訪蘇，以代楊職。124延至月底，蔣顯感不耐，告

楊「無論蘇俄武器是否起運，請兄立即乘飛機由新疆回國，不必轉法，應

急待面商一切也。」125自記則云：「耿光(楊杰)抗命不回；(宋)子文亦不應召；

庸之(孔祥熙)疑畏，不肯公開；辭修(陳誠)驕矜，不肯聽言。念我幹部，時用

憂怒。」126 

(二) 楊杰、孫科關係生變 

  楊杰和孫科的矛盾，關鍵應仍在軍購之主導權。楊杰向由蘇聯軍方入

手，直接求諸伏羅希洛夫；孫科則欲恃貿易部及米科揚，背後或許也有俄

國自身文(貿部)武(軍方)之爭作祟。不料，就在蔣執意召回楊杰之際，1939

年 8 月，第 6 批俄械卻因雇船問題，意外延宕。孫科告蔣：該批武器 7 月

中裝妥，候船起運。乃蘇方貿易部初向法國船公司接洽，迭為延誤。繼改

租希臘船，7 月底可到。現中方為安全起見，要求改用英船，8 月中始可到

達接運。貿易部已道歉，聲請日後租船東運，仍歸中方負責等語。127
 

  8 月 8 日，蔣續命孫科三度訪蘇，「俾耿光能速回國」；並催「俄械望速

催起運為盼。」128翌日，蔣再電楊，「法方催促甚急，(李)石曾已由法飛港，

待兄回渝。」129楊杰則藉機告發孫科無端介入、米科揚新手上路，造成運

械遲滯： 

昨貿易部長米科揚約商，據告運械遲滯原因：……運華貨品向由閣

下(楊)與國防部會辦，故順利迅速。此次因孫科博士堅請代辦，不便

拒絕。但本人(米)係生手，諸加審慎，故遲延至今，嗣後請照舊案辦

                                                      
124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七月真電．批文〉，《戰時外交》第2冊，頁519。 
125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七月卅電．摘要〉(1939年7月30日)，〈楊杰秘密函電〉，頁

54。 
126

  王宇高、王宇正編，《困勉記》，頁671，「1939年7月31日」條。 
127

  〈孫科自巴黎致蔣中正八月江電〉(1939年8月3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典

藏號002-090400-00007-250。 
128

  〈蔣中正自重慶致孫科八月庚電〉(1939年8月8日)，《蔣檔．籌筆》，「抗戰時期」

26，典藏號002-010300-00026-010。 
129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八月佳電〉(1939年8月9日)，《蔣檔．籌筆》，「抗戰時期」

26，典藏號002-010300-0002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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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為宜。……如無孫博士之新請求，一切由閣下經辦，想早已將起

運手續辦竣矣。130
 

  16 日，孫科三度抵達莫斯科。22 日，蔣命楊杰終止中越協防交涉的「第

二管道」，限期返國。但孫在蘇，對俄械起運，顯然已無從著力，稍後向蔣

表示：前次駐蘇 3 箇月，在第 3 次蘇款與《中蘇商約》簽訂後，任務即告

完畢。今後關於履約及購貨運送等例行事務，仍概應由使館負責。此次返

蘇，純為因應楊杰急須返國；只要楊仍留任，「為避免多頭接洽，易起誤會，

科實無留莫(斯科)必要。擬稍待即行，俾耿(光)得專責一切，庶無分功代謀

之病。」131
 

  9 月 1 日，二次大戰爆發，國府在歐軍購和俄械東運，同添變數。3 日，

孫科卻電呈控楊：「(第 6批)俄械本定於本月前起運，因候財政部匯款。而耿

光收款多日，瞞不通知，致又延緩」；現船經到達，週內當能啟行。132孫另

電孔祥熙，解釋過程，指船款耽擱於楊杰處，致對蘇、英兩方俱失信用： 

租船事，前經向(蘇聯)外貿部商定，船由彼定，費由我付。(孫)科離

莫(斯科)後，交(胡)世杰洽辦。世杰乃據外貿部通知，電請匯款；乃

奉電半月，不見款到。問(楊)耿光，則推祇見電，不見款；繼云已匯

倫敦。昨世杰奉〈卅電〉，乃知款已匯交耿光；而船則交(郭)秉文在

英訂約，事乃愈分歧，與外貿部商洽辦法不符。因之世杰對外貿部，

所言失信，無從再負責辦理。 

  最後，孫科向孔聲明「與蘇方接洽，貴專責、忌分歧」，故不再過問軍

購事宜：「今後關於訂貨、租船、催運等項交涉，請逕統交耿光專責。科祇

負重要政治接洽，其餘瑣事，概不再過問」，等於宣告退出了對蘇交涉。133
 

  然而歐戰既啟，蔣又欲求蘇聯干預遠東局勢，9 月兩度命孫科求見史達

                                                      
130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八月青電〉(1939年8月9日)，〈楊杰秘密函電〉，頁54-55。 
131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八月艷電〉(1939年8月29日)，《府檔．孫科出使蘇俄案》

1，典藏號001-062228-001-080。 
132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九月江電〉(1939年9月3日)，《府檔．孫科出使蘇俄案》1，

典藏號001-062228-001-082。 
133

  〈孫科自莫斯科致孔祥熙轉蔣中正九月江電．摘要〉(1939年9月3日)，《蔣檔．特

交檔案．一般資料》517，「呈表彙集」90，典藏號002-080200-005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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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請明示蘇聯對歐戰之方針；希望中蘇共同決策，孤立日本，而令英美

不予援助。134但經過軍購挫折之後，孫科表現得意興闌珊，一改過去親蘇

論調，認定「蘇援我程度，似限於器械供給與技術協助」，「若求其仗義參

戰，解決戰局，恐不可能。」就算敦促彼與美、英合作對日，莫斯科也會

懷疑美、英目的，在挑起另一次日俄戰爭；而感覺中國心態在信賴美、英，

責怪俄援不力；或在幫助美、英，暗中刺探俄情。都對中蘇合作前途，有

損無益。135從孫科立場的轉變來看，此電不啻標誌著其尋求「聯蘇制日」

舞臺的終點。10 月初，孫即離蘇返國。 

(三) 神秘條件的提出 

  自 1939 年 5 月起，蔣中正已屢召楊杰返國不果。第 6 批俄械延宕，迫

使孫科退出活動；加上二次大戰爆發，都令楊得以留任。9 月 4 日，第 6

批俄械終於起運東行，楊電蔣稱：該批武器由孫科主辦手續，曠日未成。8

月 8 日經米科揚約商，「始悉內容尚未商妥。」米且「詢以前五次運華貨船，

均由職(楊)經手，何以此次遽行變更，以致遲緩。」楊藉行表功，強調近月

以來趕辦的成績： 

現歐戰既啟，若稍猶豫，必致起運無期，故……決依照蘇國防部勸

告(據稱：意未參戰，地中海、紅海尚少危險，可即行，僅有英政府中途徵

扣之可慮)，於支(4 日)晨東開。仍乞密飭郭大使(泰祺)迅向英政府交

涉，緩予徵扣，俾達成任務為禱。136
 

  然而歐局動盪，史達林亦欲安撫軸心國家，俄械援華，漸受排擠，畢

竟是可以預料的國際現實。隨著 1939 年 10 月，用以援助成立伊寧航空學

校的 53 架教練機，做為第 7 批軍火起運以後(見表 1)，137孫科隨團之航委會

                                                      
134

  〈蔣中正致孫科九月支電〉(1939年9月4日)、〈真電〉(1939年9月11日)，《戰時外

交》第2冊，頁428-429。 
135

  〈孫科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九月篠電〉(1939年9月17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

431-432。 
136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九月魚電〉(1939年9月6日)，《蔣檔．對英法德義關係》2，

典藏號002-090103-00012-287。 
137

  M. И. Cлaдкoвcкий, Истopия Topгoвo-экономичecкиx Oтношeний CCCP с Китаe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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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黎國培報告重慶，「在此實無事可辦」；預言「至明年夏，恐無大批貨

可來華」： 

一、職隨陳(慶雲)主任參事來蘇聯逾半載。陳主任參事已回國，職在

此實無事可辦。材料、零件補充及修理說明簡圖等問題，自八月二

日(蘇聯)軍部代表即已未再會商，無法進行；二、孫院長十月初旬離

莫(斯科)赴歐。……此後一切交涉，請直電楊(杰)大使辦理。據職觀

察，至明年夏，恐無大批貨可來華。138
 

  11 月 11 日，楊杰卻在不明動機下，以〈真電〉呈蔣中正，重提蘇聯出

兵之可能。楊聲稱：1934 暨 1936 年，蘇聯曾兩次有意與中國締結攻守同

盟，或先由《商約》入手，皆未邀得層峰允可。自七七事變爆發，蹉跎迄

今，無法提出。現歐戰既起，形勢陡變，默察蘇聯政策之重點，似覺時機

又至。139如能促成中蘇互助，「我於必要時，亦可請蘇夾擊，以竟全功」；

否則蘇聯可能轉向日本，「國際形勢變化靡常，甚或轉以齎敵，亦非過慮。」 

楊續稱：中國因此非須「餌其特殊利益」、「投其所必取」不可，竟而提出

將渤海灣、膠州灣，並中東、南滿兩線鐵路等特權，交予蘇聯的數款要求，

希望重慶對蘇讓步： 

現蘇第三次五年計劃，決為海軍建設。但黑、波兩海，形勢狹隘；

若出北海、地中海，則勢有不能。故其目光仍在遠東。刻正整理西

境門戶中，一俟就緒，必將轉而東注。伏羅希洛夫說：(日本)侵略(蘇

境)沿海州之威脅，使吾人在遠東建設海軍。其需要軍港之迫切，益

                                                                                                                         
1917-1974, 135-136. 轉引自蔡文欽，〈蘇聯對國民政府的軍援政策(1937-1941)〉，

頁70。 
138

  〈周至柔致蔣中正秘已蓉發373號呈〉(1939年10月5日)，《蔣檔．特交檔案．一般

資料》517，「呈表彙集」90，典藏號002-080200-00517-098。按：黎國培，生卒年

不詳，1941年9月，曾繼錢昌祚任航委會南川「第二飛機製造廠」廠長一職。見錢昌

祚，《浮生百記》，頁62。 
139

  按：楊杰選擇1939年11月，重提蘇聯對日參戰的可能性，其時機令人費解。或許與

當時美日談判陷入僵局、歐洲「假戰」可能擴大為「真戰」的背景有關。參見該年

11月9日、10日《大公報》社評。事實上，楊也未能預見該月底，蘇軍即將侵攻芬蘭

的發展。至於電中所稱1934和1936年，蘇聯曾有意締結同盟云云，可能僅為凸顯楊

個人1933年訪蘇之「心得」，史料上亦未能印證此說。參見李君山，〈對日備戰與

中蘇談判(1931-1937)〉，《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臺北：2009.06)，頁8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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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見。我如租以遼東之大連、旅順、營口(紅筆批問號)，更益以山

東半島之威海衛、膠州灣(紅筆批問號)，以成其觭角之勢；並以中東、

南滿兩線特惠條件，供其軍運(紅筆批問號)，以資聯繫，則蘇聯之食

指，未有不動者。 

  〈真電〉令人驚奇之處，是所及內容，與 1945 年《雅爾達密約》、《中

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方條件多所吻合。且電中提到伏羅希洛夫，亦令

人懷疑，背後所欲傳話者，究竟為孰？楊最後強調，各項權利讓予，將來

仍可徐圖收回： 

旅順、大連久為敵(日本)有，其他亦在淪陷區域。我國戰後百般待理，

而海軍又全無根基，如敵捲土重來，則蘇海軍不啻為我看守門戶，

似又計之兩全者。待租借期滿，我已有相當休養生息，或續租、或

收回，均易辦理。只要建國完成，必不久假不歸。140
 

  電末雖云「以上管見，純係職之臆測」，但原件上，蔣通篇註記了 5 處

問號，顯然戒慎恐懼。延至 12 月 4 日，始派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

(1890-1961)為特使，付之親筆函，趕赴莫斯科，再促楊杰返國；另詢〈真電〉

來由：「前月十一日來電，未悉來由，故不便作答。玆派貴(嚴，賀耀組)兄來

莫(斯科)京面詳一切。並望吾兄於本年內，返國面商要務。蘇中交涉可託貴

兄主持也。」141
18 日，賀面詰楊杰後，為之緩頰：「鈞座給楊大使耿光之

函，已妥交，伊表示願返國，但行期未定」；「伊前月電呈之件，純出己意」

                                                      
140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十一月真電．摘要〉(1939年11月11日)，《蔣檔．特交檔

案．分類資料．外交》2，「重要聲明」2，典藏號002-080106-00002-006。關於〈真

電〉，李嘉谷亦曾由二檔館藏檔中引出，但未予強調，僅稱「楊杰的意見，顯然是

不可取的，實際上當時也行不通」云。見李嘉谷，《合作與衝突—1931-1945年的

中蘇關係》，頁189-190。 
141

  〈蔣中正自重慶致楊杰函〉(1939年12月4日)，〈楊杰秘密函電〉，頁56。按：賀、

楊關係，殊堪注意。兩人戰前同屬親蘇派，力倡「聯蘇制日」；也曾先後擔任參謀

本部次長，並派駐蘇聯。1949年同在香港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楊杰遇

刺，賀耀組則赴北京投共。參見李君山，〈楊杰將軍與抗戰前期軍火採購〉，收入

欒景河、張俊義編，《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頁878-904。此文為本文的初稿，著重的是楊杰個人的行事與出使表現；本文則更強

調楊杰各案背後，所透露的國府外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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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142
 

(四) 楊杰召回與置散 

  巧合的是，蔣對〈真電〉既未作正面回應，賀耀組在莫斯科，旋告四

處受阻，兩事發展，若合符節。1939 年 12 月 26 日，賀抵俄京已屆兩旬，

「蘇聯當局尚未約期會面，一切無從進行。」143跨過新年，仍報「上星期曾

向軍(方)、外(交)兩處催過一次，但三處尚未約見。」而楊杰原租之郊外別

墅，先行退租後，賀欲蕭規曹隨，另租它處，不料蘇聯軍部代表忽令改向

外交部承租。賀乃體認「似係蘇聯政策變更之點」；144示警何應欽，軍火需

由它途設法：「抵莫斯科迄未見伏(羅希洛夫)帥，諸事遲緩。機關槍、原料問

題短少，難得頭緒。即能將來圓滿解決，運送不便，緩不濟急，請多方籌

措，以免貽誤。」145
 

  蘇方態度落差太大，加上楊杰仍有巡逡不歸之意，賀遂有請：「楊大使

耿光似不便回國。此(第 8)批軍火在職未見伏帥前，應請仍令楊大使耿光接

洽。」146惟蔣中正已疑楊「挾外自重」，故立場強硬：「楊大使回國述職之

意，非自今日始，故決不影響國際關係，蘇俄亦決不誤會，可勿慮。」147同

日研究俄、美態度，自記曰：「萬事要靠自己努力與奮鬥，而困難危急時，

尤不可心存倚賴也。」148 

                                                      
142

  〈賀耀組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十二月巧電〉(1939年12月18日)，《戰時外交》第2冊，

頁362。 
143

  〈賀耀組自莫斯科致蔣中正十二月寢電〉(1939年12月26日)，《蔣檔．俄帝侵華罪

行》4，典藏號002-090400-00007-266。 
144

  以上俱見〈賀耀組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一月微電〉(1940年1月5日)，《蔣檔．俄帝侵

華罪行》4，典藏號002-090400-00007-294。 
145

  〈賀耀組自莫斯科致何應欽等一月微電〉(1940年1月5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

4，典藏號002-090400-00007-363。 
146

  〈賀耀組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一月微電〉(1940年1月5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4，

典藏號002-090400-00007-294。 
147

  〈蔣中正自重慶致賀耀組一月魚亥電〉(1940年1月6日)，《蔣檔．籌筆》，「抗戰

時期」31，典藏號002-010300-00031-005。 
148

  《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0)第43冊(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至六月)，頁18，「1940

年1月6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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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方既對賀之求見，不斷拖延；卻對楊之辭行，表現熱絡。1940 年 1

月 8 日，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相繼接見楊杰，借題發揮，責怪中國，對

國際聯盟開除蘇聯會籍案，未投反對票云云。149盡管稍後，兩人亦召賀使，

然賀回報：楊為大使，乃由伏羅希洛夫(軍方)先見；且故意不回應軍火援華

一事，而令楊留意莫洛托夫(外交)有關國聯會籍的談話。賀為蔣中正軍事代

表，卻由莫氏先見，並明白拒絕援助。同時，郊外別墅原係軍方管理，現

移外部接辦等等，賀認為箇中皆有文章，蘇方「實皆步趨緊密，欲迫我作

一表示。」150
 

  蔣中正對莫斯科忽陰忽陽的態度，向來深懷不安。究竟賀使的待遇，

真係為國聯開除蘇聯會籍？抑或〈真電〉所請未果？1 月 12 日蔣記：「昨

夜夢寐難安」，「此乃俄、(中)共與軍事、外交困難，日益加重故也。」151同

日，楊杰終於遵命起程，賀耀組電告：「楊大使耿光昨日已起程，經德、法

至馬賽，乘輪回國，約二月中旬到達。伊因中亞細亞氣候不佳，恐反稽延；

又便送其兩女回滇，故經此路線。」152然而歷時一月，杳如黃鶴，蔣甚感

緊張，2 月 20 日又催問「耿光究取何道？經何取(路)？乘何船回國？至今

杳無消息，何耶？望查報。」153最後拖到 3 月 18 日，蔣竟「以楊杰遲遲其

行，為之不安，因以失眠。」兩天後，楊才回到重慶謁蔣。154
4 月，邵力子

                                                      
149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一月青巳電〉(1940年1月9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

362-363。 
150

  〈賀耀組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一月文電〉(1940年1月12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

364-365。 
151

  《事略稿本》第43冊，頁33，「1940年1月12日」條。按：究竟蘇聯為何冷遇賀耀組，

至今史家莫衷一是。蘇聯官方說法，指為國聯開除蘇聯會籍，中國未予維護。但此

一理由，畢竟牽強，見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頁116-117。王真

認為係中國內部國共「磨擦」高潮所致，惟亦無明確證據。見王真，《動盪中的同

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頁158。至於蔣的反應，則似乎懷疑〈真電〉背後，

另有蘇聯高層指使。 
152

  〈賀耀組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一月元電〉(1940年1月13日)，《蔣檔．俄帝侵華罪行》

4，典藏號002-090400-00007-339。 
153

  〈蔣中正自重慶致賀耀組二月哿電〉(1940年2月20日)，《蔣檔．籌筆》，「抗戰時

期」31，典藏號002-010300-00031-077。 
154

  《事略稿本》第43冊，頁287、297，1940年3月18日、20日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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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1967)受命為新任駐蘇大使，楊杰從此投閑置散，並遭監視。155以迄 1949

年，在香港遇刺身亡。 

五、 結論 

  本文的重點，在嘗試探索 1937 年七七事變，至 1939 年二次大戰爆發

的兩年多間，由於中國軍火採購，所引發的內部人事矛盾。而爭議圍繞的

中心，厥為中國駐蘇大使楊杰。關於這場爭議的意義，可資吾人發揮者： 

  第一，是蔣中正對於「傳統」外交的懷疑。其早在 1932 年 10 月即自記： 

對外交策略，在現代外交家言之，以謂名、實應相反，對敵國更不

應太露云。然此乃爾詐我虞、不忠實之外交，其術在我國縱橫家蘇

秦、張儀故智之下。不過其所施用之狡詐伎倆，亦當加以認識耳；

認識不難，亦注視其名、實相反處而已。……是以觀我國今之外交

家，不僅不及列邦，且亦下於古人遠矣！子產相鄭，鄭國介於齊、

楚兩大之間，而能不失自主之外交，誰謂弱國終無外交之可言哉？156
 

  蔣顯然對於外交所謂「名實相反」、宴會周旋之道，充滿了不耐。所以

前揭致宋子文電中，蔣強調了「革命外交，不能待有把握後再行」、「不蹈

舊式被動外交之覆轍」等語。而盧幹滋向錢大鈞肯定楊杰努力軍購的說法，

也或許更接近蔣對於「外交」工作的要求。157這應係蔣在人言嘖嘖之際，

                                                      
155

  〈戴笠致蔣中正呈〉(1941年3月8日)，《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37，

「特種情報．軍統」4，典藏號002-080102-00037-009。 
156

  《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5)第17冊(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至十二月)，頁56-57，

「1932年10月7日」條。相似的例子，是據云蔣經國初任贛南行政督察專員時，曾經

提出幹部和群眾都要有「大國民風度」，口號是「要有文學家的……，要有藝術家

的……，要有體育家的……，要有外交家的……」。他將計劃上呈，結果其父親筆

批改，把裡頭「吃得好」「穿得美」，改成「吃得飽」「穿得暖」；還把「外交家」

圈掉了，加上批語：「外交家有時出於外交上的需要，會耍些外交手腕、講些外交

辭令，往往是虛偽的，不應要求群眾和幹部像外交家。」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江西省委員會等編，《蔣經國在贛南》，《江西文史資料選輯》(南昌：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1989)第35輯，頁99。 
157

  「革命外交」一語，見〈蔣中正自漢口致宋子文電〉(1938年9月19日)，《戰時外交》

第2冊，頁783；盧幹滋意見，見〈錢大鈞自漢口致蔣中正簽呈〉(1938年8月25日)，

《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外交》 63，「對蘇俄外交」 2，典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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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支持楊杰的心理因素。直到 1941 年，蔣猶倡言「整頓外交部」，新任

外交次長傅秉常(1896-1965)乃勸之慎重，指出「外交部有一優良傳統」、「周

旋折衝於國際坫壇，未必較人稍遜」云。158
 

  第二，在對於外交體系「行不由徑」缺乏信心的背景下，蔣的涉外工

作，寧可同時保持幾條管道。除了對方外交系統外，財部、軍方、殖民地

當局，乃至國安、情治系統，無不試探。159用人方面，也不拘專業外交官，

軍人或官邸出身，毋寧更受信託或青睞。楊杰即屬軍人跨足外交界的一種

經驗，活動上一再得到容忍，就是著眼其能深入蘇、法軍方，探驪得珠的

可能性。然而，廣闢管道的結果，難免造成中方內部的自我競爭，有如本

文所及各案中，楊杰和外交、財政各方面「駐使 vs.特使」的緊張關係。如

果兼以派系、立場的分歧，將很容易影響到對外交涉的進行。多方試探的

另一危險，則是對手國的部門連繫，如果強過中方，將可利用駐使特使之

爭，操弄分化。蘇聯對於蔣廷黻、楊杰，似乎即曾如此辦理。 

  第三，關於中國軍購的問題，自北伐統一以來，國府內部殆已存在一

組類似「軍產聯合組織」的結構，主要係以財政部、中央銀行、中央信託

局(撥款結匯)、兵工署、航委會(軍方下單)、資委會(產業原料)，再加上各駐外

單位或大使館。此一結構，還有固定的外籍顧問或掮客，如前揭的鄱雷、

施勞德作窗口，160共同形成本文所謂「第一管道」。 

  當然，狀況在於蔣中正是否「滿足」或「安心」於單一管道？基於全

世界軍火生產的集中性，與其產能總和的有限性，一旦歐陸動盪，勢必擠

                                                                                                                         
002-080106-00063-006。該呈另收入《戰時外交》第2冊，頁505。 

158
  見沈雲龍等訪問，《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頁100。政府遷臺後，蔣依然常常批評

外交部與其人員之工作。部長葉公超屢屢藉故，不參加中央總理紀念週。1953年4

月20日，蔣在週會上公開指責葉，「自以為懂外國事務，但中國事務卻不懂，有什

麼用？」葉聞之，向蔣的侍從祕書沈錡說：這是蔣的「自卑感」作祟。由葉此語，

亦可嗅出「外交界」對蔣的觀感或評價。見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第1冊，頁130-131。 
159

  蔣的多元外交作法，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的對美工作，最為明顯。包括著眼國會山莊

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以及遷臺初期，透過柯克(Alan G. Kirk)和美國軍

方的連絡；乃至透過克萊恩(Ray S. Cline)與美國國安系統、白宮的溝通，實際都可

自抗戰時期楊杰等人在歐陸的活動，找到源頭。 
160

  鄱雷、施勞德的角色，見前註19、53；錢昌祚，《浮生百記》，頁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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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中國軍購的空間，這正反映了中國抗戰與列強「連環性」關係之所在。

所以，從楊杰工作之複雜，幾乎是繞著地球找軍火。其曾藉伏羅希洛夫之

口勸蔣：「阿魯福為一冒險企業家，余(伏)所深知；為求最後勝利，總以多

得外援，準備反攻為得計」；故而「目前歐洲各國，重兵器固難讓售，但輕

兵器儘可盡量搜羅。現既無需擔保，正可利用，多積軍火，以備反攻之用」，

蔣亦為之擊節稱是。161可見蔣廣闢管道的想法，實係一以貫之。至於這種

多方試探的背後，是否也暗示著蔣對於孔、宋家族可能壟斷軍購的疑慮，

應該同樣值得史家玩味。 

  第四，本文寫作的重點之一，集中在楊杰的行事作風和人際關係。這

種對於「私領域」上的了解，一方面強調了國府政治體系中「內交」的重

要性，162即在派系林立的生態中，楊直言不諱，公開攻訐何應欽、孔祥熙

等，163自然容易激化矛盾。最終落得返國撤職、投閑置散，有其自召之理。

另一方面，張揚高調的作風，也值得吾人深思：究竟中越協防和阿魯福各

案，是如楊杰自言的大成功？還是根本他「誇謬侮妄」個性的再發作？這

些答案，雖然隨著 1939 年 9 月二次大戰的爆發，而難以驗證；但蔣確對楊

所提《中法軍事協定草案》念茲在茲，而轉寄希望於「第一管道」，也說明

蔣鍥而不捨、見縫插針的「革命外交」想法。 

  第五，楊杰做為「親蘇派」的一員，與莫斯科方面，未能保持「安全

距離」，相信也引起蔣的猜忌。即以蘇聯當時對外的防範態度，楊能在使館

之外，另設密所，與彼國軍方交際，必然是透過對方配合。本來「裡通外

國」、「挾外自重」，就是當局者對於外交圈子的最大忌諱，更何況「親蘇派」

還有「紅帽子」的緊箍咒。曾隨孫科訪蘇的傅秉常，就極警惕蔣對於他人

「挾蘇自重」的疑忌心，而屢勸孫，勿派親信接任駐蘇大使一職。164楊杰回

國後，遭到特務監視，亦即表示蔣對其忠貞程度，有了根本的懷疑；而這

也預告了 1949 年，彼受狙擊殞命的歷史結果。 

                                                      
161

  〈楊杰自莫斯科致蔣中正七月真電〉(1939年7月11日)，《戰時外交》第2冊，頁518。 
162

  「內交」一詞，見黃紹竑，《五十回憶》(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中，頁287。 
163

  據云楊杰曾在法人面前，公開指責孔祥熙、何應欽等為「親日派」。為之擔任翻譯

的黃正，只好諱而不譯。見黃天邁，〈抗戰初期孫科洽商法援經過〉，頁59。 
164

  沈雲龍等訪問，《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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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1939 年 11 月〈真電〉的出現，對於中蘇關係和蔣的想法，到底

影響幾何？假設蔣對於蘇軍參戰所需付出的「代價」，以及戰後莫斯科對華

政策的「底牌」，已先了然於胸，則當 1945 年其收到《雅爾達密約》的真

實內容時，真有那麼驚訝嗎？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決策，是否為

幾年來考慮的總結果呢？實際上，珍珠港事變的前兩天，1941 年 12 月 6

日，蔣與白宮所派私人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晤談，就曾

特別叮囑轉告美國總統羅斯福(F. D. Roosevelt, 1882-1945)，中國決不能放棄東

北；而「渤海灣為東亞惟一天然之軍港，必須由中美兩國共同經營、共同

使用。以中美兩國皆為和平民族，且皆為民主國家也」等語。165蔣既知渤

海灣被蘇聯視為禁臠，卻刻意許以中美共同經營，是已屬戰後「聯美制蘇」

之計；並此一訊息，不透過駐美各使，卻由官邸直通白宮，尤見蔣外交手

法的一貫性了。 

                                                      
165

  《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0)第47冊(民國三十年九月至十二月)，頁595-596，

「1941年12月6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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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plomacy 

and domestic affairs. It will focus on negotiations regarding Chinese military 

supplies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prior to WWII,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mission of Yang Jie (楊杰). I will discuss Yang and the negotiations on Soviet 

military supplies, the military supply project of Daniel Wolf, and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Yang and Chinese diplomats in Paris and Moscow. I 

will also examine comprehensively diplomatic decisions reach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is importan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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